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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中國民主運動─  

一個台灣活動家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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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  

摘 要 

台灣民族主義是台灣民主化的重要政治動力，這意味著反對中華

民族主義和大漢族主義。中國民主運動則在價值上無法迴避民族自決

的問題。台灣民族主義曾經困惑於中國海外民主運動和中國國民黨的

關係，但台灣的民主化，使他們願意從普世價值的立場支持中國民主

化，也希望透過合作與互動，幫助中國民主運動重新認識台灣。中國

海外民主運動也在與台灣的接觸中，學習到尊重多元文化主義，從而

反省他們面對中國少數民族自由運動的立場和政治主張。本文將從作

者的親身經歷與近身觀察，探討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台灣海外民

主運動與中國海外民主運動的互動，如何進一步為台灣民主運動和台

灣獨立運動與中國民主運動的關係重新定位，進而為日後台灣和中國

的關係創造新的想像。  

關鍵詞： 中國民主化、台灣民主化、中國海外民主運動、台灣獨立運

動、兩岸關係、民族認同、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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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洪哲勝（1939-2020） 

壹、中國與台灣：民主與民族主義的初生 

奧地利學者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

與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書中提出了關於民主的

最低限度（minimalist）的定義，在他被稱為競爭性菁英式民主（competitive 

elitist democracy）或程序性民主（procedural democracy）的理論中，熊彼

得認為，政治基本上僅為人民選擇決策者的一種特殊的程序，只要政治制

度允許期望擔任決策者的菁英團體透過公平、公開的競爭，來爭取人民的

選票，而人民有權以自己的自由意志做此選擇，就是民主。美國學者道爾

（Robert A. Dahl）則在《多元民主：參與和反對》（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進一步修正了熊彼得的理論，認為在精英民主之外，也應

當要認識到公眾參與和多元的公民社會自治的重要性，道爾提醒程序性民

主的前提必須是自由主義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價值體系，人民在選

舉投票中從事政治選擇、政治菁英爭取選票的政治競爭行動，都必須基於

自由意志，這才是民主制度的基本精神，所以，民主的前提，必須是自由

權與其制度性的保障；民主則更意味著主權在民，國家的最高權力掌握在

人民的手中，因此只有主權國家才有民主（Lamounier, 2002: 10）。而國家

性（stateness）問題，即主權國家疆界的確立，亦即國家主權者／人民範圍

的界定，是實現民主國家統治與被統治是否同一的重要工程，進而聯繫到

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與民族打造（nation-building），從主觀的集體心

理角度來看，國家打造就是民族認同的課題（Linz & Stepan, 1996: 16-17）。 

民族認同涉及到凝聚人民集體認同的價值基礎。現代民主之民族認同

的理性基礎，乃建立在公民式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即以作為政治

權利主體的公民身分作為民族認同的起點，和傳統國家以文化血緣的感性

基礎自然形成的族群式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大異其趣（Breton, 

1996: 348）。傳統中國是以中華文化認同發展出來的世界政治秩序，中華世

界的政治文化則以儒家的孝道倫理為核心，其精神在於將家庭倫理關係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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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為天下統治秩序，家庭倫理關係中道德權威的父親，在天下秩序中則被

擺置以皇帝／天子（曾建元，2020：236）。皇帝因其君權神授的天子神格

性，加上道德和政治上的權威地位，於是擁有了不容臣民挑戰的絕對權力，

只有當天命轉移，改朝換代才有其正當性，在革命的過程中，民意只是天

意的徵兆，並不具有政治選擇的獨立權力。 

理論體系源自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民主政治，首先將上帝耶和華和教會

的地位絕對化，再以社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重建君王和人民的關係，

演繹出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作為世俗國家的政治意識形態。社會

契約論的精神在於等價的自由交換，國家以對於人民關於保障生命、財產、

自由、幸福的政治承諾為對價，交換人民的國民義務和忠誠。 

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割讓台灣，這是晚清以來中國與台

灣以台灣海峽為國界的歷史起點。台灣仕紳和開明官員在 1895 年乙未戰爭

中，自萬國公法和憲政主義汲取智慧和規劃策略，以人民自決的法理締造

台灣民主國，將台灣國家最高權力的政治正當性奠基在台灣人民，嘗試區

別對於台灣的政治認同和對於中國清朝的文化認同，更以權力分立制衡的

共和原理設計憲政體制，推舉議員，建立議院，可以說 3,000 年中國封建政

治曠古未有的真正宇宙大爆炸（曾建元、楊明勳，2015：76-81）。 

甲午和乙未戰爭，為日後世界和東亞格局下的台灣海峽兩岸關係，帶

來地殼變動般的深遠影響，台灣收入大日本帝國版圖，卻也因此直接自日

本『明治憲法』吸收了憲政主義的養分，從而在抗日民族解放運動和台灣

議會設置運動的推動經驗與歷程中，鍛鍊出台灣人出頭天的政治追求和對

於憲政民主與地方自治的認識和堅定信念。梁啟超便一語點醒台灣仕紳領

袖林獻堂，中國無力使台灣回歸，所以台灣人只能學習愛爾蘭，從日本的

憲法秩序中去尋找台灣人權和自治的法理依據，在台灣的自治中等待解放

的機會（許世楷，2006：245-46）。台灣被日本殖民的經驗，使台灣人學會

了區別公民身分和民族歸屬、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 

另一方面，流亡中國客家原鄉的台灣民主國副總統丘逢甲，懷抱強中

復台的心志，投入新學教育啟蒙民智和培育革命人才，而更在辛亥革命之

日，以廣東省參議會副議長身分領導廣東省起義，參與創建中華民國（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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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楊明勳，2015：94）。中華民國的建立，終結帝制，逼迫皇帝將統治

權公諸全國，更是中國政治史上翻天覆地之舉，蓋這是以國民主權和憲政

主義等理念為立國精神建立的共和國，領導國民革命的中國革命同盟會總

理孫中山，便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三民主義架構，引進舉世

三大思潮，為中國建構現代化的國家藍圖，而當中我們特別要指出的，是

除了孫中山充溢憲政主義和民主共和精神的民權主義相關主張之外，「中華

民族」概念的建構，則是歷經一段曲折的過程，在公民民族主義和虛構的

族群民族主義之間徘徊。 

原本，「中華民族」的概念是梁啟超的發明。在保皇黨和革命黨鬥爭和

論戰的年代，他和孫中山都有過排滿的漢民族主義主張，但梁啟超更早認

識到「滿洲已盡同化於中國」的現象，所以提出了合漢、滿、蒙、回、藏

五族共和建構中華民族的主張；這是以大清帝國統治地區為疆界，轉化大

清臣民對滿洲皇帝的效忠為對中國民族認同的憲政工程，其政策工具為憲

政主義，即透過憲政主義的制度安排，讓各族人民基於對憲政制度的認同

而留在中國。孫中山原本主張漢族復國，被梁啟超批評為小民族主義（陳

沛郎，2005：112）。民國建立後，孫中山雖接納了五族共和的主張，但其

核心理念，還是漢族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全球掀起的民族自決思潮影

響下，孫中山又基於對於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憂慮，改而主張以漢族文化

為中心，同化其他各族而成為中華民族，而以中華民族的民族自決作為維

護中國主權的國際法武器。孫中山很清楚中華民族是人為政治的建構，所

以他演講民族主義時，便說明了民族有主、客觀的構成要素，主觀要素就

是民族意識，其形塑有其客觀的條件和價值內涵（鄭欽仁，2019：127-34）。

令人遺憾的是，孫中山將民族意識寄託於所謂的固有道德和知能，其身後

中國國民黨的正統意識形態戴季陶主義片面地誇大孫中山與中國道統的繼

承關係，把中華民族主義又拉回到族群民族主義，而且是以漢族文化為中

心的同化主義（曾建元，2002：112）。 

20 世紀初的中國與台灣，在政治文化和國家觀出現了不同典範的發

展，中國用國家取代了皇帝，用虛構的中華民族包裝大漢族主義，古老的

帝國在現代的主權國家中華民國形式下以「家國」的新生命重生（許紀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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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另一方面，台灣則在憲政主義中爭取民族解放，主權國家和民族自

決成為台灣人擺脫殖民地地位的工具，1928 年日本共產黨台灣支部《台灣

共產黨政治大綱》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民族自決的風潮中，在日本共產

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指導下提出反殖民主義的「建立台灣共和國」主張（許

世楷，2006：436-39）。台灣民主國和台灣共和國，都是台灣人抵抗日本殖

民、找到集體身分的思想武器和政治工具，社會契約論下的國家工具論，

在台灣人虛無和分歧的國家觀中獲得最虔誠的信仰。 

貳、當代中國與台灣：民主與民族主義的和聲與變奏 

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巴黎和會關於德國在華利權轉讓與日本的安排，

使中國人民全體情緒備受打擊，五四新文化運動於是爆發，救亡圖存的危

機感，使中國為共產主義打開了大門。中國共產黨成立，進一步加入中國

國民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支援中國的國民革命。孫中山部分引進

馬克思列寧主義用以改進國民黨，如以職業革命家黨、黨軍和民主集中制

建立準列寧主義黨國體制，取法無產階級專政論重建建國方略中的軍政與

訓政，以階級觀點反省中國的工農群眾問題，進以從事社會啟蒙，從事社

會改造，並將中國的經濟與社會問題，放置於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論的世界

政治經濟體系格局下來理解，這都使三民主義理論的內涵更上一層樓，而

聯繫到當世全球的三大思潮民族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也因為孫中

山聯俄容共的決策，國民黨的海陸軍大元帥府及其後的國民政府先後獲得

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和第三

共產國際的軍事援助，國民黨更成為共產國際的同情黨，國民革命軍乃得

以東征北伐統一中國，但這一武力統一的強勢作為，遺留下至少兩個問題： 

第一，辛亥革命以來初萌的議會政治和聯省自治成果，全部歸零。蘇

聯的民主集中制憲政體制被視為新式民主，即人民主權集中由一代議機構

代表行使。孫中山曖昧不明的國民大會概念，被全面理解為「國民代表大

會」。第二，國民黨迷信暴力解決政治分歧，實施白色恐怖進行清黨，而共

產黨也以暴力進行反制和革命，接著日本侵略中國，中國中斷了制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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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失去了在和平的環境中孕育三民主義共和國政治生態、政治文化和公民

社會的契機。 

中華民國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都是黨國體制，政治意識型態都帶有列

寧主義的基因。西安事變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改組為陝甘寧邊區，中共

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1940 年 1 月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 1 次代表大會

上講演〈新民主主義〉，儼如正統三民主義的憲政論述經典文本。毛澤東把

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分為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兩步，民主主義又可

分為舊民主和新民主，前者為資產階級民主，後者則為人民民主、平民政

治。毛澤東和『五五憲草』都肯定民主集中制政體，贊同中國由全國、省、

縣、區到鄉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進行統治，並由各級人大選舉政府，而認

為這種制度適合於表現民意和指揮革命鬥爭，最能反映新民主主義的精

神。次月，毛澤東在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上演說〈新民主主義的

憲政〉，還特別引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裡的話：「近

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

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新

民主主義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民主專政，不能由一

黨一派一階級來專政（薛忠義，2004）。新民主主義的提出，意味著毛澤東

和中共才是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的忠實追隨者。 

抗戰勝利，中華民國代表聯合國接收台灣，同時光復台灣，國民政府

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推動和平建國和制憲，參與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1948）的起草，確立普世人權價值

體系。台灣人和中國人都歡欣於成為新中國的主人，在包括台灣在內的國

民政府統治區，兩岸人民共同體驗了自由投票和政黨競爭。台灣雖然經歷

過日本的殖民統治，但正因台灣人作為大日本帝國的次等公民，因此台灣

人的漢民族意識和中國認同反而十分堅定，1945 年台灣光復後，迎來的中

國卻嚴重衝擊著台灣人的感情，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長范壽康於

1946 年 4 月 29 日於台灣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演講中公開指稱台灣人在日

本皇民化下被完全奴化，引起台灣省參議員郭國基的強烈抗議，認為是對

台灣人的侮辱（李筱峰，2020）。范壽康的表現，乃成為台灣人對於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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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自大性格的典型負面印象。國共內戰復起，國民政府鎮壓台灣二二八

起義的同時，國軍也正攻進延安。 

兩個黨國都迷信軍事和暴力，這是全體中國人的悲哀。中國人民解放

軍將國軍趕出中國大陸，另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台灣共產黨左翼傳統

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參與制定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華

民國則實施動員戡亂和戒嚴，兵敗退守台灣，國民黨實施黨的改造，重建

黨國體制，展開恐怖統治。台灣與中國大陸再次分離。1950 年韓戰爆發，

美國協防台灣，東亞冷戰結構成形，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在國際社

會展開中國代表權鬥爭。中華民國在台灣為了政治號召，以『中華民國憲

法』架構建構憲法秩序，但又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重要憲法

規範，特別是為了維護中國國家主權象徵，把中國國家主權寄託在第一屆

中央民意機關，也使國民黨得以因國會不改選而壟斷政權。另一方面，中

華人民共和國在對前朝鎮壓肅清反革命後，也終於對民主黨派和黨內展開

反右派鬥爭，確立共產黨一黨領導的黨國專政體制，部分台灣人寄望中華

人民共和國再解放的願望終於破滅。 

1955 年廖文毅領導的台灣共和國運動在日本成立國民議會，這代表著

流亡海外的台灣民族主義獨立運動在台灣政治反對運動陣營中的正式插旗

起跑。1966 年由美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公開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是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主任兼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法律顧問彭明敏

與其學生魏廷朝、謝聰敏於 1964 年在台灣共同秘密起草的，代表著台灣國

內的本土菁英在台灣建立公民民族主義國家的反抗意識覺醒；彭明敏等明

白指出，在美國的限制下，中華民國反攻大陸已不可能，反攻大陸已成為

國民黨維持黨國獨裁的藉口，彭明敏等也不認為台灣可以永遠代表中國，

台灣人民應當擺脫與兩個中國的糾葛，自救建立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 

1971 年 10 月聯合國大會通過『第 2758 號決議』，通過由中華人民共和

國取代中華民國代表中國，這代表台灣國際地位雪崩的開始。為了挽救外

部正當性的衰退，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由蔣經國主持臨時會，決議修改

『臨時條款』開放定期性增額中央民代選舉，爭取台灣人民對國家的支持，

這是中華民國統治正當性向台灣本土轉化的起點。蔣經國出任行政院副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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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主導吹台青政策，大量晉用台灣人入黨和入閣，而國會開放席次定期

改選，則為在野人士創造了結盟的機會，「黨外」於焉出現。另一方面，中

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代表中國，意味著擁有台灣主權，基於『聯合

國憲章』內政不干涉原則，台灣主權一旦在國際法上有被認定為屬於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可能，就會使台灣暴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佔領、侵略的危險

當中，而對抗中國聲索台灣主權的最直接作法，就是在法理上脫離中國。

1972 年，前政協秘書長、中國民主黨運動領袖雷震即向蔣經國提出〈救亡

圖存獻議〉，建議更改國號為中華台灣民主國。1977 年，台灣基督教長老教

會發表『人權宣言』，呼籲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國民黨政府認為這是台獨

主張首度在國內公開提出挑戰當局。 

台灣存亡的危機持續探底，1979 年元旦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終止『中

美共同防禦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54），改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

人民共和國停止砲擊金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告台灣同

胞書》，改而宣稱將致力於和平統一台灣。台美斷交卻成為台灣政治改革的

轉捩點，美國制定『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1979）提供台美關

係特殊安排，而在美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的遊說下，美國將維護台灣人權

作為對台灣提供軍事援助與安全保障的前提。1980 年 6 月，蔣經國宣布三

民主義統一中國政策，放棄軍事反攻大陸。1982 年美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壓力下簽訂關於減少對台軍售的『八一七公報』（Joint Communiqu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82），同時對台

灣提出六項保證，包括不改變關於台灣主權的立場，意即不接受中華人民

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主張，蔣經國則向美國出示其政治民主化、政府本土

化、保障台灣經濟繁榮和向中國大陸開放民間往來的四點政治改革方案。 

美國將對華政策放在美蘇爭霸的冷戰架構下來看，而依照尼克森主義

（Nixon Doctrine）的大戰略使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國際安全體系，

成為負責任的利害關係國，也成為美國的戰略夥伴，因此在一個中國政策

下，乃不得不轉向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977 年無產階級中國文化大革命

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重建黨國體制過渡期間，於 1978 年初有北京之春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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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出現，鄧小平因勢利導，促成 12 月中共第 11 屆中央委員會第 3 次全

體會議決議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從而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和解氣

候，美國乃轉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藉此交換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78

年 12 月 16 日起停止炮擊金門，中華人民共和國遂由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

於 1979 年元旦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宣告推動和平統一台灣。在中華人

民共和國改革的氛圍中，鄧小平在 1980 年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

的講話，說要在「政治上，充分發揮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

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與國民黨在台灣鎮壓黨外的美麗島事件，兩岸

在政治發展上形成了競爭與對比。 

但北京之春驟然蕭索，1978 年 12 月 5 日魏京生在西單民主牆發表〈第

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大字報，1979 年 3 月 30 日，鄧小平在中共的理

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重要講話，秋天魏京生受審，

民主牆關閉；1982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定新憲法，「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成

為憲法第一基本原則。在此同時，台灣黨外運動則在自由選舉中證明獲得

台灣人民的普遍同情與堅定支持，蔣經國終於讓步，1986 年 9 月黨外組黨，

黨名民主進步黨，主張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民自決。1987 年 7 月，台灣解除

戒嚴，全面自由化。1987 年 10 月，中共第 13 次全國代表大會，總書記趙

紫陽提交《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政治報告，提出社會主

義初級階段論，宣示加強建設民主政治和選舉制度，黨政分離，社會協商，

揭櫫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大旗。1989 年 4 月 15 日，北京中上各校學生以追悼

1986 年丙寅學潮下台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為由集結天安門廣場，要求政

治改革。四一五學潮於 6 月 4 日遭軍事鎮壓，同情學運的趙紫陽遭到罷黜，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民主化遭到重挫。 

1990 年 3 月，台灣爆發野百合學運，國民黨主席李登輝借力使力，於

第一屆國大第八次會議當選總統，承諾學運四大訴求，終止動員戡亂，召

開國是會議，展開憲政改革。1991 年 2 月，李登輝任務編組設立於總統府

的國家統一委員會通過『國家統一綱領』，主張中國統一，而其時機與方式，

首應尊重台灣地區人民的權益並維護其安全與福祉，在理性、和平、對等、

互惠的原則下，分階段逐步達成，最終則成立兩岸統一協商機構，依據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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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人民意願，研訂憲政體制，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1991 年 5 月，

第一屆國大廢止『臨時條款』，通過『憲法增修條文』，台灣全面走向民主

化。兩岸政治體制和立國精神，從此天南地北，越走越遠，『國家統一綱領』

設計的近程、中程、遠程三階段統一條件無以達成『國家統一綱領』成為

「國家不統一綱領」。 

『憲法增修條文』定位兩岸為國家統一前狀態，廢除『臨時條款』、終

止動員戡亂，即不再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叛亂團體，而是事實上有效統治

中國大陸的政治實體，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雙邊關係乃成為特殊的

國與國關係。1991 年 8 月，民進黨籌開台灣人民制憲會議，通過『台灣憲

法草案』，主張建立台灣共和國，10 月 13 日民進黨第五屆第一次全國黨代

表大會修訂黨綱，依『台灣憲法草案』主張經公民投票議決建立台灣共和

國。台灣獨立建國成為民進黨政治主張，意味著這一主張受到民進黨支持

者和潛在支持者相當程度的歡迎，也反映了 1989 年六四事件後，台灣民意

在政治上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普遍失望情緒。1993 年 12 月，李登輝總統

在國民黨縣市長候選人造勢大會上提出台灣生命共同體理念（曾建元，

2002：129-48）。 

參、台灣民主化與中國民主運動 

一、中國之春運動開出海外中國民主運動 

1979 年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派出文革後第一批公費留學生，其中留

學加拿大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的王炳章，與同校台灣裔學生寧

勤勤結縭，於 1982 年 9 月獲得實驗醫學博士後，11 月在美國紐約發表《為

了祖國的春天—棄醫從運宣言》，志繼孫中山，揭竿起義，宣布投身中國

民主運動，紐約中國大陸新移民聯誼會由會長薛偉（黃仕中、王元泰）聲

明響應（劉勝驥，1984：83）。王炳章棄醫從運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的，因

為以他的資歷與聲望，曾有返國出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副書記的傳

聞（陳維健，2022）；但他卻放棄了似錦前程，選擇走一條荊棘密布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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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王炳章最早支持的海外中國反共力量中國大陸新移民聯誼會，是

1981 年在國民黨海外工作會（主任曾廣順）資助下在紐約創立者。薛偉於

1980 年自費留美，他出身反革命右派家庭，父親王漢樞曾任民國重慶市代

理市長，母親盧蘊蘭為四川省立重慶女子師範學校校長，均受到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治迫害，因而帶著國仇家恨離開中國（王平宇，2006）；薛偉在海

工會資助下與前吉林省政府参議段克文共同以復刊 1979 年由魏京生在北京

創辦的民刊《探索》雜誌名義，在紐約創辦《探索》月刊，由段克文任社

長增薛偉則任副社長兼總編輯（林同，1991）。 

1982 年 12 月《中國之春》雜誌創刊，隔年 3 月成立中國之春民主運動

總部，5 月王炳章（1983）在《中國之春》第 3 期社論〈大家來描繪祖國的

未來〉中倡議「徹底變革中國社會制度，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

並提出五項政治主張：「一、廢除一黨專制；二、政黨、政府、軍隊、司法

分離；三、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四、各級民意代表及各級行政首

腦應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五、實行聯邦制、制定新憲法，解決祖國統一、

香港及少數民族問題」。王炳章主張制定新憲法，也期待新憲法能以聯邦制

解決兩岸統一的問題，惟其並未就兩岸如何統一的程序問題提出主張（陳

力、蘆葦，1994）。12 月 27 日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召開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

王炳章（1984）在〈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一年總結及今後任務—在中國之春

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直言，台灣政府不是民主政體，但認為

國共鬥爭可以為新的政治力量的興起提供空隙，這一新的政治力量苟能與

中國人民廣泛參與中國的統一，就能為民主政治在中國的建立提供機會。 

該次會議台灣人有具有國防部情報局背景的林樵清、以及留學生沙林

（姜新立）、楊雲（雨亭）等與會，組織正名為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王炳章

當選首任主席，這是當代中國大陸第一個海外民運隊伍（劉勝驥，1984：

87）。林樵清當選總部常務委員，沙林與楊雲則當選總部委員，是最早投入

當代海外中國民運的台灣人。楊雲受任為民聯舊金山分部主席，並被任命

處理對台事務。1985 年楊雲和同在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柏克來分校留學的

台灣人郭台鑑（郭平），以及孫魯正、梁冬、江文、林劍明等協助黃雨川共

同創立了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自 1986 年起每年從事中國傑出民主人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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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該基金會關心的是大中華地區的民主發展，所以也希望透過評獎敦

促台灣的民主化，而在 1987 年第二屆評獎中首度頒獎給台灣人，是參與民

進黨組黨的第一屆資深立法委員費希平（亞衣，2003）。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總部的成立，引起蔣經國的注意，在總統府下成立

秘密小組負責與中國之春／民聯合作工作，設立《移山專案》，由中華民主

自由基金會不附條件地提供中國之春／民聯與《中國之春》雜誌資金支援；

他派國防部情報局在紐約設立駐美東工作組，對外以君平公司掩護，由組

長為翁衍慶（翁遠書）負責聯絡王炳章，後者則設立貫中公司與君平公司

對接（呂昭隆，2022）。中國之春雜誌社經理則由林樵清擔任，處理財務（鄭

源，2022：2）。王炳章（2000）感到蔣經國待他如一家人，因此起初效忠

中華民國，主張在民主中國建立之前，暫時沿用中華民國的國旗和國歌。

1983 年 5 月 19 日，國際反極權爭民主聯盟（Resistance International）世界

代表大會在法國巴黎舉行，中國之春運動由留美學生張偉領銜代表與會。

張偉在會後接受中華民國邀請訪問台灣，王炳章為杜絕外界對於民聯和台

灣關係的聯想，乃開除了張偉盟員會（劉勝驥，1984：89、92）。 

紐約中國民運的發展，自然也引起當地海外台獨反對運動的注意。王

炳章（1998：73）在 1982 年即就台獨問題有過思考，而有「大陸不民主，

台獨不可能；大陸民主了，台獨沒必要」的主張，這一主張是基於政治現

實面對台獨的勸說。1983 年洪哲勝等台灣獨立聯盟盟員與王炳章和薛偉首

度會面，洪哲勝對於這次會面感到失望，因為他感覺王、薛有著大國沙文

主義的氣味，也不認可台灣人民擁有自決的基本權利（Chen, 2019: 77）。此

後，他們在一些公共論壇仍常有機會見面互動。 

1985 年，紐約區台灣同鄉會會長楊黃美幸當選全美台灣同鄉會副會

長，1987 年在民主進步黨海外組織支持下當選會長，她不憂讒畏譏，和洪

哲勝熱心地與王炳章和薛偉互動，也引薦台灣反對運動工作者如黃再添、

田台仁、林濁水、張俊宏、林義雄與他們認識、交流，使王炳章和薛偉等

對於自決、人權高於主權等理念，有了來自台灣人視角的體會（薛偉，

2020）。當時，楊黃美幸、洪哲勝、黃再添、田台仁等都還在台灣政府監控

列管禁止返國的黑名單當中，而王、薛所屬的民聯原本都還擁有來自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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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局／軍事情報局的大量資助（Chen, 2019: 77）。民進黨在 1986 年 9 月

成立，或許受到與旅美民進黨人互動的影響，王炳章萌生在台灣組黨的念

頭，軍情局感到不受控制，索性斷絕了對民聯的補助，僅保留對《中國之

春》的出版經費支持（呂昭隆，2007）。1987 年 11 月台灣政府開放台灣人

民登陸探親，兩岸民間展開交流，此際王炳章發他在中國大陸內部的組織

現台灣軍情局利用發展情報網、屢遭破獲導致犧牲慘重，便不願再受制於

軍情局，從而喊出「民運獨立」、嘗試「以商養運」，便辭去主席去銷售人

壽保險進而從事移民代辦事業。此舉，使他受到軍情局和同志的懷疑抨擊

（翁衍慶，2016：39）。 

二、兩岸人士共議未來民主中國 

為了增進中華人民共和國留學生對台灣的認識，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

同盟主任委員馬樹禮安排了立法委員趙少康、李勝峰等 6 人赴美各地座談，

進而於 1988 年 12 月邀請第一批中華人民共和國留學生 5 人：錢穎一、裴

敏欣、吳牟人、徐邦泰、許成鋼訪台，國內行程由團結自強協會（理事長

陳寶川）規劃，遍訪國立台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立法院、國、民兩黨

等處（陳力、蘆葦，1994）。從事兩岸反對運動和關心兩岸民主化的海外華

人，在兩岸開放交流之後的首度共同政治倡議行動，為 1989 年 2 月 17 日

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公開發表《敦促中國大陸民主改革宣言》，宣言由紐約

促進中國民主化聯絡組發起人倪育賢串連和主稿，前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

校長方勵之領銜，共有 56 人一同發起，以「海外一群關切中華民族前途的

中國人」自署（倪育賢，1989）。發起的台灣海外學者中，有香港中文大學

教授翁松燃日後返國應李登輝邀請受聘為總統府顧問和國家統一委員會研

究委員，旅美台灣學者丘宏達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張旭成、張富美、及

田弘茂等則在民進黨陳水扁政府中擔任部會首長，而黃默在東吳大學創立

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 

1989 年 1 月，民聯因胡平與王炳章分裂，爆發倒王事件內鬨，4 月 2

日擁王派另行集會成立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會，選出鄭為民為主任，湯光

中與林樵清為副主任，但王炳章則未加入中國民主黨（鄭源，2017；丁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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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37）。衝突的發生，和王炳章不擅於民主領導有關。四一五天安門

學運爆發後，民聯在全球各地領導串聯聲援。六四之後，全美中國學生學

者自治聯合會於 7 月召開第 1 次代表大會，選出史丹福大學劉永川、耶魯

大學韓聯潮為正、副主席。9 月，由六四流亡者組織的民主中國陣線在法國

巴黎成立，由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

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嚴家祺（嚴家其）擔任理事會主席、北京師範大學學

生領袖多萊特．吾爾開希任理事會副主席，理事中有美國台灣僑領黃偉成，

台灣旅美電力工程師錢達任監事會主席，監事中英國艾塞克斯大學政府學

系台灣留學生羅慎平，前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總裁萬潤南則受任為秘書長，

而發起人當中，尚有日後的第 3 任民陣主席杜智富是台灣旅居加拿大的通

訊工程師（陳力、蘆葦，1994）。 

12 月，由於民陣立場被質疑只是要平反六四、而不要求推翻中共政權，

倪育賢發起組織中國自由民主黨，而以全美學自聯和民聯前盟員為骨幹，

在美國維吉尼亞州黑堡（Blacksburg）召開建立反對黨協調工作會議進行組

黨，組黨籌備委員中有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歷史學博士生余茂春 1。1990 年

7 月，自民黨在俄亥俄州哥倫布（Columbus）召開一大，選出陳厚琦為主

席，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生物化學系台灣留學生楊農（楊棋明）為副主席。

不久，陳厚琦以學業為由辭職，楊農代理主席，1991 年 7 月 1 日王炳章與

倪育賢繼任正、副主席（翁衍慶，2016：204-208；倪育賢，2007）。 

海外中國民運界希望能有一全球統一的架構，因此 1990 年民陣二大通

過澳洲張小剛提案，尋求與民聯合併，民聯 1991 年五大亦決議與民陣合併；

1993 年 1 月民聯與民陣齊集美國華盛頓會議，計畫合併為中國民主聯合陣

線，擁護王若望出任主席，會前王若望曾巡訪各國民運組織，並在台灣獲

得李登輝總統和行政院長郝柏村接見，提供民聯陣資助；民運華盛頓會議

因會務程序爭議，王若望亦不滿徐邦泰失約參選主席，宣布退選，胡平、

萬潤南、馬大維、錢達等也尾隨其後退出會議，結果由徐邦泰當選主席，

楊建利、張伯笠當選副主席（喻智官，2011：241-55；翁衍慶，2016：210-12）。 

                                                        
1
 30 年後成為美國國務院首席中國政策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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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認同會議程序與結果的民陣與民聯成員隨之拒絕加入民聯陣，王若

望、劉賓雁、方勵之於 5 月假洛杉磯召開全球中國人權和民運團體聯席會

議，確認不承認華盛頓會議結果，成立了中國民運團體協調會和中國民主

黨籌委會，王若望獲推舉為中國民運團體協調會總召集人，項小吉為秘書

長（嚴家祺，2021：409；秦晉，2021：32）。8 月中，自民黨於美國康乃狄

克州三福（Sanford）召開三大，選出王策擔任主席；1995 年 5 月，自民黨

主席王策赴舊金山出席民聯陣二大，與民聯陣主席徐邦泰發表聯合聲明，

同意於 1997 年 11 月，合併為中國民聯陣自民黨（鄭源，2017；翁衍慶，

2016：217）。民陣和民聯則分別於 11 月在澳大利亞墨爾本與雪梨召開代表

大會選出新一屆領導繼續運作，民陣繼續由萬潤南領導，民聯則選出吳方

城為主席，民運組織乃形成三分或五分天下之勢（秦晉，2021：32-33）。

民聯陣徐邦泰等與民聯于大海等就《中國之春》雜誌的歸屬在訴訟後達成

和解，由民聯陣取得經營權，民聯則另外創辦《北京之春》雜誌（翁衍慶，

2016：212-14）。 

對於未來民主中國的設計，嚴家祺於 1992 年出版了《聯邦中國構想》

一書，做了全面探討。他主張在保持台灣、香港、澳門和中國大陸各個地

區獨特性的基礎上，透過和平協商的方式建立一個聯邦制的憲政中國。而

這一聯邦制其實是一種雙軌並行的聯邦制，香港、澳門、台灣是聯邦中國

的三個鬆散成員邦，地位類似邦聯的成員國，而中國大陸地區則可選擇在

既有省市區級行政區的基礎上成立 30 個成員邦。嚴家祺較之王炳章，而更

提出了和平協商的具體制憲方法（曾建元，2009a：160-61）。嚴家祺進而在

1993 年 1 月民運大分裂後，積極籌畫關於未來中國憲法的研討會，而得到

前台大心理學系副教授美國二十一世紀基金會會長劉凱申的支持。7 月 9

日至 11 日《中國統一模式和憲法結構》學術討論會在美國夏威夷檀香山召

開，與會者除嚴家祺，有民聯陣徐邦泰、楊建利，二十一世紀基金會董事

長吳元黎、會長劉凱申、《中國憲政》研究通訊主編張偉國、學者趙穗生、

吳國光、郭頤穎、黃默，香港中文大學翁松燃與張鑫，以及台大政治學系

教授胡佛、朱雲漢、明居正等等，會中針對未來中國憲法達成 3 項基本觀

點：有現實基礎的理想憲法、有邦聯特徵的聯邦制憲法、有總統制特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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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制憲法（嚴家祺，2021：411-14）。 

1993 年 10 月，中國人權觀察秦永敏在北京領導推動《自由憲章》，呼

籲兩岸政府立刻開始直接的對等談判，相信中華民族的凝聚力足以使台灣

與大陸和平統一，也呼籲兩岸開放政黨跨越海峽發展，最終完成兩岸社會

政治整合，也呼籲民進黨放棄台獨主張，積極致力於包括大陸、台灣、港

澳在內的全中國民主進步事業；秦永敏也呼籲平反六四和釋放政治犯，被

控擾亂社會治安判處勞動教養兩年（翁衍慶，2016：264-66）。 

1994 年 1 月，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夏威夷憲政會議的成果，呈現在

由嚴家祺主持，而以翁松燃、張鑫、劉凱申、嚴家祺、張偉國為成員的小

組起草的《中華聯邦共和國憲法（建議性草案）》，當中以自治邦的地位賦

予了內蒙古、台灣、西藏、新疆、寧夏和廣西，自治邦有非軍事性協定的

外交權，而只有台灣可擁有軍隊；嚴家祺等主張兩層次的制憲談判，第一

是由海峽兩岸之間政府對政府談判和平統一模式的擬定；第二層次則由北

京政府和達賴喇嘛以及西藏、新疆、內蒙古等地區代表之間的協商，由這

兩層次的談判確立聯邦制架構，成立制憲籌備委員會，草擬多種模式的憲

法草案，確定制憲會議議員產生辦法，選舉制憲會議議員，召集制憲會議

批准制憲（曾建元，2009a：161）。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而後又於 1994

和 1995 兩年在舊金山舉辦了兩次憲政學術研討會，呂亞力、胡佛、高朗、

朱雲漢、魏鏞、邵玉銘等台灣學者曾專程赴美與會（嚴家祺，2021：430-31）。 

三、神秘到透明：台灣政府與海外中國民運 

1994 年 7 月，台灣完成第三次修憲，確定 1996 年第九任總統選舉改採

公民直選，1995 年 6 月，李登輝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演講〈民之所欲，長在

我心〉，7 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台灣海峽舉行導彈演習，對台灣恫嚇示威，

8 月，國民黨提名李登輝、連戰參選總統，1996 年 3 月，兩人連袂在解放

軍導彈演習中當選中華民國首屆民選正、副總統，大選期間，美國派遣航

空母艦進入台灣海峽警戒。台灣完成所有公職人員本土選舉換血，中華民

國完成本土化改造，從國民主權實現的角度，中華民國已成為台灣人的國

家。前台灣革命黨總書記洪哲勝（1996）即提出台灣新思維，認為以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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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形式從事的民主運動，已經初步解決了外來政權統治和台灣政治民主

化的問題，今後台灣人應該以民主決策取代統獨之爭，共同面對中共的侵

略。5 月 10 日，民進黨文化宣傳部主任周奕成起草，由民進黨新世代共同

發表『台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主張台灣現狀就是台灣獨立，李登輝

則在總統就職演講中宣示，「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 

台海危機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極力修復關係，也許受到台灣民

主化的壓力，有意改善國家形象，而決定分別在 1997 年和 1998 年簽署『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1966）和『公民和政治權利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1966），但也僅簽署而未送交人大批准。儘管如此，

便足以吸引民運前來叩門、測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底線，在 1998 年掀起組

黨運動的熱潮。1997 年 11 月，魏京生經美國政府交涉，保外就醫流亡美國。

1998 年 1 月，王炳章潛回中國大陸，於 2 月宣稱成功組建中國民主正義黨，

主張三民主義，旋遭中華人民共和國驅逐出境。4 月，六四學生領袖王丹獲

得保外就醫，流亡美國。6 月，自由中國運動組織在美國成立，該組織為中

國國內各地民運組織的聯絡平台，執行主任為八九學運時外地高校自治聯

合會主席連勝德。6 月 25 日，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訪問抵華當

日，有王有才、王東海、林輝三人在浙江省杭州市發起組織中國民主黨浙

江籌備委員會，並向浙江省民政廳申請註冊，其後湖北有秦永敏、北京有

徐文立等跟進。10 月，民聯陣自民黨主席王策自西班牙偷渡回國，欲以《三

十年不變民主改革方案》上書中共，不幸在杭州被捕（翁衍慶，2016：

229-31）。11 月 6 日，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在加拿大多倫多（Toronto）

宣告成立，推舉魏京生擔任主席。11 月 9 日中國民主黨京津黨部成立，主

張推動第三共和，徐文立被推舉為主席，30 日被捕。中國民主黨全面遭到

鎮壓（翁衍慶，2016：217-20）。 

就在 1998 年 7 月，民進黨顧問洪哲勝在巴西台灣僑領張勝凱的資助

下，在紐約設立民主亞洲基金會，擔任會長、主編《民主通訊》、創立文摘

網站《民主論壇》，並在《自由時報美東版》開闢專欄，倡議和支持中國民

主化。民主亞洲基金會以稿費方式資助在中國大陸因政治迫害受到社會隔

https://zh.m.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0%91%E4%B8%BB%E4%BA%9E%E6%B4%B2%E5%9F%BA%E9%87%91%E6%9C%83&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m.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0%91%E4%B8%BB%E4%BA%9E%E6%B4%B2%E5%9F%BA%E9%87%91%E6%9C%83&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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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而不易找到固定工作的民運工作者或作家，其中筆耕最勤的，當屬劉曉

波。1998 年 12 月 21 日到 1999 年 1 月 3 日，魏京生在萬潤南、盛雪（臧錫

紅）和齊墨（修海濤）的陪同下，由世界自由民主聯盟中華民國總會理事

長饒穎奇安排訪問台灣，獲得李登輝總統接見，與朝野各界廣泛交流。魏

京生行前表明，贊同李登輝在 11 月為馬英九登台助選台北市長時提出的「新

台灣人」概念，新台灣人指的是台灣外省人，經過半世紀的融合也成為台

灣人，魏京生進而表明，支持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民自決。魏京生在台灣期

間，提出中國民運作為中國第三政治，應與台灣建立戰略合作關係，共同

推動中國民主化與保衛台灣民主，離台前夕與台北市長陳水扁會面，陳水

扁表示，有意推動重新解釋民進黨黨綱，台灣民主化後，民進黨的最大敵

人不再是國民黨、而是共產黨（晉硯，1999）。 

1999 年 5 月民進黨召開第 8 屆全代會第 2 次全體會議，通過『台灣前

途決議文』，凍結『台獨黨綱』，認為台灣已是民主的國家、國號依現行憲

法為「中華民國」，改變台灣主權獨立現狀應經公投。這代表民進黨不再以

推動建國為政治目標，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現狀是民進黨關於台灣主權和憲

政民主立場的底線。民進黨自此由台獨黨轉變為所謂華獨黨，即施明德在

美麗島大審證詞中所公開主張的「中華民國模式的台灣獨立」。在 7 月 9 日，

李登輝於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宣示兩岸關係為特殊國與國關係，所以並沒

有再宣佈台灣獨立的必要。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中斷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

辜振甫和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汪道涵會談作為報復。7 月 20 日，中華人

民共和國取締法輪功。 

2000 年 3 月，民進黨的陳水扁與呂秀蓮當選中華民國第 10 任正、副總

統，政權和平轉移，台灣民主進入鞏固階段。在總統就職演說〈台灣站起

來—迎接向上提昇的新時代〉中，陳水扁提出四不一沒有的政治承諾：只

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保證在任期之內，就不會宣佈獨立，不會更改國號，

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議題公投，也沒有廢除『國

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李登輝曾向陳水扁傳授治國心法，稱做為中華

民國總統，有兩根柱子，不要動它，一是『中華民國憲法』，一是『國家統

一綱領』。只要兩根柱子撐著，在裏面就可鑽來鑽去（自由活動）。陳水扁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B5%B1%E7%8D%A8%E8%AD%B0%E9%A1%8C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B5%B1%E7%8D%A8%E8%AD%B0%E9%A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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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37）表示，自己是參考了李登輝的經驗，而有了以上的宣示。 

民進黨一旦執政，就必須面對與中國民運的關係。關於台灣政府與中

國民運的關係，李登輝不像蔣經國對民運和統一中國充滿熱情，甚至「希

望與中共政權和平相處」，台灣與民運的關係乃由「家人」的關係質變為情

報交換的關係，而使中國民運變成「情報收集隊」和「情報匯集站」，使民

運人士變成「情報分析員」（王炳章，2002）。李登輝固然繼承了蔣經國以

國防部軍情局主導處理與民運關係的作法，但則任由軍情局以機關本位的

情報觀點來對待民運，如薛偉便稱，《北京之春》每年須提供軍情局 250 件

情報做為對價（富權，2010）。到了陳水扁時代，民進黨對軍情局的運作更

不熟悉也不放心，而軍情局的做法也的確對民運的政治聲望傷害很大，因

而在執政之後即中斷了軍情局的既有機制，不料引起民運組織的大地震，

暴露出中國海外民運組織在海外中國大陸移民和僑民界無力尋求並獲得普

遍支持的窘境。2001 年 8 月，陳水扁總統任命台灣本省將領蔡朝明出任國

家安全局長，外交部長田弘茂與次長高英茂本皆長期在美國任教，乃引進

了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的援外模式，

台灣與中國民運的關係進入了重新磨合的階段。 

肆、台灣本土民間社會與中國民主運動 

一、以自決權重建價值共識的努力 

台灣本土民間社會出於對於國民黨政府以一個中國架構實施白色恐怖

的反感，以及中華民國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策的長期影響，對於中國乃產

生出相當複雜的印象和感情，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或中華民國的

中國，只要主張一個中國，都會對台灣主權的獨立地位產生威脅，而國民

黨的傳統支持者和中國民運基於中華民族主義和自居中國正統立場，也都

對台灣民族主義和台灣主權獨立主張存在疑慮甚至敵意。 

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的第 1 條皆規定：「一、所有民族均享有自決權，根據此種權利，自由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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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政治地位並自由從事其經濟、社會與文化之發展。二、所有民族得為本

身之目的，自由處置其天然財富及資源，但不得妨害因基於互惠原則之國

際經濟合作及因國際法而生之任何義務。無論在何種情形下，民族之生計，

不容剝奪。三、本公約締約國，包括負責管理非自治及託管領土之國家在

內，均應遵照聯合國憲章規定，促進自決權之實現，並尊重此種權利。」

人民／民族自決權是台灣黨外反對運動的重要主張，因為當中包含民主多

數決和民族自決的雙重意義，而以台灣人民集體為權利的主體。自決權的

概念直接挑戰中國的大一統架構，意味著中國統治下的每一個民族或省區

都有權自中國分離出去，所以贊同自決權與否，正好是檢驗表意者在分離

主義的問題上是否仍服膺普世價值的測試劑。 

對台灣本土民主勢力而言，是否接受台灣人自決獨立，是檢驗中國民

運的普世價值立場最直接的方式，但這不代表中國民運要表態支持台灣獨

立，在這一問題上，論者必須能夠清楚區別應然與實然，或者是當為與存

在的不同，換言之，政治或經濟的現實利害考慮，和價值上的判斷選擇是

兩回事，台灣本土社會的普世價值立場是從事政治或社會運動工作必須信

守堅持的價值底線，同樣也基於價值相對主義，對於任何人的政治或民族

認同，都必須基於維護良心自由、思想自由的立場給予尊重和保護。但現

實政治利害計算則是另一個範疇的事，對於生命權和財產權的保護，也是

人們締結社會契約建立國家以追求共同利益的目的。 

前已言之，台灣人受過殖民統治，他們的近代國家經驗中，大日本帝

國是異族暴力壓迫台灣人的國家暴力機器；取而代之的中華民國，在民主

化與本土化之前，也帶有中國黨國殖民的暴力性質；現下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事實上更是充斥大漢族主義色彩的黨國殖民體制，因此現實中的國家並

不是甚麼神聖的營造物，但中國傳統文化卻把國家視為倫理的共同體，由

於一般人的思維在應然與實然的界限上混沌不清，這也就使得統治者有了

以道德形象包裝暴力以及以暴力維護道德形象的操作空間，而得以進一步

形塑愚忠的順民和暴民。 

1991 年 5 月，中華民國第 1 屆國民大會在台灣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

時條款』、制定『憲法增修條文』，自行表述國家為統一前狀態，默認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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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國統治中國大陸的事實，在國家的中國性之中，自限憲法秩序在

台灣自由地區，這就已經為走出政治上的一個中國打開了空間，也使中華

民國的台灣性在憲法中得到證成和成長的養分。進言之，當『憲法增修條

文』出現了這樣的規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

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就表示在普世價值之下，屬於中華

民國公民所專屬的基本權利和國民義務，已只限台灣人民為權利義務主

體，中國大陸人民不再當然可以主張；而當第 2 屆國大代表和立法院立法

委員全部在台灣選出，政黨比例代表中設置全國不分區席次而不單獨設立

大陸代表，在政治實踐中，也從無中國大陸人士被國民黨和各政黨納入候

選名單，這說明了中華民國的民主化無可避免地帶動了本土化，台灣人會

越來越只會關心生活世界裡的大小事。 

二、六四鎮壓與台灣本土化拉開兩岸距離 

1989 年的四一五學潮，最後以六四屠城告終。當年的 6 月 3 日晚上 9

點，唐山樂集發起的「血脈相連．兩岸對歌」演唱會，同時在台北國立中

正紀念堂廣場和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由孫越、虞戡平、薛雲峰以及台灣

音樂人侯德健在兩地現場主持。唐山樂集為了避免兩岸和台灣內部民族認

同的衝突，還要求台北與會者不得攜帶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和各政黨黨

旗。中國人民解放軍竟在夜間 11 點奉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鄧小平命令，在

全世界和台灣人民眾目睽睽下，兵分 7 路向北京城進攻。此刻台北中正紀

念堂廣場上聽到北京大學生的連線電話，是槍聲中北京電影學院學生、北

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務委員馬少方稱「年輕只有一次」，告知要回到天

安門廣場與同學共存亡，最後一通電話則是子夜裡唐山樂集負責人陳百忠

沙啞的聲音：「現在解放軍開槍了……」。變調的兩岸晚會在解放軍的殺戮

中進行到次日清晨 6 時天安門廣場清場才解散，歷經一夜驚恐，台北廣場

上的群眾悲傷地共同吟唱著〈龍的傳人〉和〈歷史的傷口〉，血脈相連大陸

民主運動後援會在台北廣場上宣告成立（曾建元，2019）。 

六四屠城之後，台灣各界發起譴責與救援活動，6 月 4 日當天正值國民

黨第 13 屆 2 中全會，場內如馬英九、趙少康、林火旺等黨代表，皆公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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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時任黨主席李登輝發言指出：「中國的民主化是全

民所熱烈期盼的，革命的目的就在使中國人民能夠自由、正直且有尊嚴地

立於天地。」中華民國政府也隨即於 6 月 15 日由行政院頒布『支援大陸民

主運動措施』，以政府的力量提供實質性的援救措施。然而少有人知道的

是，國民黨海工會同樣也展開如同香港「黃雀行動」的代號為「黃鳥計畫」

救援行動，而組織營救團隊化身旅行團進入中國大陸各地，再輾轉透過偷

渡的方式，從福建營救出約 400 名異議人士。時任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主任委員的馬英九雖然沒有直接參與計畫，但曾捐出美金 1 萬元，而

像台灣水泥集團董事長辜振甫等，亦都曾出資援助該計畫（國民黨青年團，

2021a）。政府從香港接進逃出中國大陸而投奔台灣的民運人士和學生，其

中較著名的有北京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應屆畢業學生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物資

處處長顏柯夫（黃瑞珍，2019）2。血援會自此每年都在中正紀念堂大中至

正牌樓下舉行悼念晚會，馬英九是唯一每年出現在中正紀念堂六四紀念活

動的政府官員。 

1990 年 8 月，全球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成立，選舉全美學聯主席劉永

川和台灣大學生聯合會台大學生會長林奕華出任首屆正、副總召集人，1991

年，全球中國學聯的台灣志願者成立中國青年團結會，發起人有台大哲學

系杜保瑞、台大三民主義研究所張國聖、政大三民主義研究所姚蘊慧等研

究生，當年暑假 7 月 20 日至 8 月 5 日舉辦首屆全球中國學聯《台灣之旅》

研習營，邀請各國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和學者訪台。中國青年團結會創辦的

宗旨，就是希望增進兩岸青年的交流和對於彼此社會發展的認識，而以中

國大陸留學生為主要交流對象，除了早期中國大陸內地學生來台簽證不便

外，主要還是認為留學生在海外受到進步理念和民主經驗洗禮，回國後更

能引導和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變革。中國青年團結會早期入會的會員較

具有中國認同傾向，但基於對於民主自由的信念，在參訪活動的安排上，

務求做到統獨與朝野平衡，以使中國大陸留學生對台灣有全面的認識（姚

蘊慧，2012）。而隨著台灣民主化的進程，幹部群定期換屆換血的團結會，

                                                        
2
 民進黨也有在國父紀念館舉行抗議靜坐和設攤徵集抗議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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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統一的立場傾向也就越來越保留。 

三、反對運動，惺惺相惜 

2000 年，台灣首度政黨輪替執政，民進黨人陳水扁、呂秀蓮連袂當選

中華民國正副總統，台灣反對運動透過寧靜革命民主選舉而能贏得政權，

對中國民運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陳水扁（2019：261-62）於就職演說〈台

灣站起來—迎接向上提昇的新時代〉中提出了關於兩岸關係的「四不一沒

有」政策，承諾「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保證在任期之內，不會宣佈

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議

題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四不一沒有政策的前

提條件是「中共無意對台動武」，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諾放棄以武力併

吞台灣，四不一沒有是隨時可能被廢棄的。 

『台灣前途決議文』視兩岸分治現狀為台灣事實主權獨立，改變現狀

必須通過公民投票，因而在法理上，現狀並非台灣獨立，而是處在「國家

統一前」狀態的一個分治的中國。從台獨的實踐論來看，如果中國不民主

化，中國大陸人民不懂得接受民主自決的價值和可能結果，中國大陸會永

遠是台獨的障礙，兩岸關係永無寧日。所以台灣支持中國民主化，有基於

普世價值的信念，但也有追求國家正常化的策略計算。民進黨與國民黨的

民族主義立場固然有所不同，對於台灣前途有不同的想像和期待，但至少

信守普世價值，是不應當有所區別的。 

2001 年，陳水扁政府國防部軍情局長薛石民停止對《北京之春》和《民

主論壇》等中國民運刊物的資助，引起中國民運界的大震動。然薛石民的

動機很單純，只是出於檢討既有機制的考慮，因他認為民運需索無度，所

以並不是要中斷支持（呂昭隆，2022）。薛石民之舉一度讓陳水扁和民進黨

政府揹了黑鍋，民運圈以為中斷資助與統獨意識形態有關，卻也讓黑箱作

業下的民運資助機制爭議和績效有了機會受到檢討。 

儘管如此，陳水扁政府仍針對資助王丹和中國戰略研究所所長王軍濤

設計了「二王專案」。該專案據稱最早係由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副秘書

長顏萬進與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徐斯儉奉命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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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哈佛大學尼曼新聞基金會（Nieman Foundation for Journalism）訪問學

者陳小平、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訪問學者吳稼祥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

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劉軍寧、四川師範學院政治法律系客座教授張祖樺、香

港中國人權民運資訊中心盧四清在美國波士頓會商後確定的，而決定成立

憲政協進會，由王丹出任主席，王軍濤出任理事長。王丹再加入《北京之

春》雜誌董事會，並出任社長（王綽中，2006）。劉軍寧是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第三波—20 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一書的中譯者，2001 年 7 月，

張祖樺出版了《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與制度創新》，其憲政思想乃深受亨廷

頓的影響，而其所推崇的中國民主化途徑，則是他所稱的「台灣模式」，即

由黨國由上而下推動而與反對黨合作實現的憲政轉型（張祖樺，2018）。 

2002 年 4 月，楊建利持假護照在中國大陸內部活動而被捕；6 月，王

炳章回國發展組織工作和發動起義的意圖洩漏，在越南廣寧省芒街市為中

華人民共和國設局綁架回國（翁衍慶，2016：232、242）。這在在都顯示，

中國民運有意在 2001 年 12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改變既有

的格局以及與台灣的合作模式，特別是一向主張民運獨立的王炳章，更欲

以更具開創性的作為，進入中國大陸從事組織與動員，也以此來證明自身

的價值。9 月 30 日，民運作家曹長青（2002）在網路發表〈台灣經費和民

運腐敗〉一文，嚴詞批判《北京之春》雜誌兼及王軍濤等，認為台灣資金

應該資助專案，向所有海外民運組織開放，大家可以自由競爭申請，而不

是繼續單線秘密資助個人或對某個組織財政包幹，而應定期審核，加強監

督機制，他主張台灣政府應成立公開的基金會來處理民運經費問題。 

薛石民攪亂民運一池春水驚動了洪哲勝，後者於 9 月底專程回國瞭解

並遊說民進黨和台灣本土社團支持中國民運；洪哲勝行前與台灣各界聯

繫，包括投稿《民主論壇》而在網上認識的台灣智庫法政部副主任、中華

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曾建元。曾建元與民主亞洲基金會及中國民運

的淵源是《民主論壇》的經常性投稿者，由此得到洪哲勝和民運圈的信任。

洪哲勝回國獲得陳水扁、呂秀蓮和外交部長簡又新的接見，其理念乃皆得

到明確支持（曾建元，2003：407-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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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洪哲勝離台不久，10 月 14 日中午，吉林省中國民主黨人唐元雋

由福建省廈門市偷渡金門縣烈嶼鄉大膽島（鄭大行，2002）。他出發前聯繫

了洪哲勝，曾建元在當日便將唐元雋投奔自由的消息通知《台灣日報》記

者林朝億和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林峰正也趕到金門關

心。唐元雋因泅泳力竭為退潮捲入海中，全身被海底的礁岩和貝殼嚴重刮

傷，獲救時全身鮮血淋漓、奄奄一息。他的非法入境因政治犯身分受福建

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不起訴處分，之後為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收容在新

竹靖廬，民主亞洲基金會委任曾建元為台灣代表曾前往探視。唐元雋最終

得到美國政治庇護，一度在《民主論壇》擔任編輯。 

洪哲勝因與中國民運長期互動，對台灣在民進黨執政下與中國民運的

未來關係深表關切，因而積極向國內力爭重建合作機制。2003 年 3 月委由

曾建元規劃了中國民運民主台灣之旅，由董事黃再添領隊，邀請中國與國

際民運領袖訪問台灣，與台灣各界進行對話交流，並了解民進黨政府的政

策方向。受邀者以《北京之春》主編前中國民聯主席胡平為首，成員有流

亡瑞典作家莫莉花（茉莉）、美國二十一世紀基金會高級研究員林保華、楊

月清夫婦、中國和平組織主席唐柏橋、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西藏

通訊》主編跋熱．達瓦才仁和馬來西亞人民公正黨律師謝嘉平。民主亞洲

基金會與東吳大學於 3 月 24 日合辦《東亞自由化、民主化與區域和平》國

際圓桌討論會，之後安排來賓參訪台灣各地（曾建元，2003：475-501）。 

2003 年 6 月，台灣民主基金會成立，財團法人由外交部編列預算營運，

董事依立法院政黨席次比例由各黨推派，董事長則由立法院長擔任，工作

宗旨為支持全球民主事業。筆者以為，台灣的對外民主支持，本就應以中

國民運為重心，因為中國問題才攸關台灣的國家安全；台灣民主基金會的

設置，對全球民主的關注，從而將中國民主放在全球民主架構下思考，乃

是欲以人權普遍化和人道主義的新典範重新定位台灣與中國民運的關係

（曾建元，2013）。這無異稀釋了中國民運在台灣反共戰略中的份量，對國

際民主事業的支持，必然弱化了對中國民運的資助，但這也顯示，台灣在

全球民主大戰略上，選擇成為美國最可靠的合作夥伴，美國則以對台灣的

安全保證，輻射出對於中國民運和中國民間社會的重視和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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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4 月，薛石民升任國安局長，以台灣民主基金會已成立為由，

進一步緊縮對中國民運的資助（呂昭隆，2022）。5 月 26 日，《中國時報》

報導「二王專案」，引起輿論譁然（王丹，2012：392-93）。惟陳水扁長年

從事反對運動，對中國民運有著出自同理心的惺惺相惜，除了聘請流亡美

國後來台的前胡耀邦幕僚（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客座教授）阮銘擔任

總統府國策顧問，更運用總統的國務機要費，在資助民運的新機制之外，

對民運中的少數領袖人物或明星提供個別的援助。11 月，陳水扁總統由國

務機要費中撥款 10 萬美元資助王丹。王丹係透過總統府辦公室主任馬永成

洽得總統府副祕書長黃志芳晉見陳水扁，王丹表達原接受軍情局補助，後

來中斷，請求總統陳水扁支援；第二次是 2006 年 2 月間，指示總統府副秘

書長馬永成和行政院反恐怖行動管控辦公室主任郭臨伍執行資助王丹3。 

2006 年 5 月，民陣聯合人權無疆界、台灣民主基金會和柏林歐洲研究

會，在德國柏林召開了首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並成立了全

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論壇。國策顧問金恆煒發表引言報告〈民主—兩

岸人民的共同燈塔〉，內容涉及台灣獨立問題，金恆煒露骨地表達道，「中

國民運如要台灣支持，應當對我們台灣人民獨立的訴求，有一個明確的支

持表態……」，這一發言，當下引起軒然大波（陳泱潮，2006）。如果真如

金恆煒所稱民主是兩岸人民共同燈塔，則他應當尋求中國民運支持的，是

尊重台灣人民民主自決的結果，而不是台灣前途眾多選項中的特定一個。

柏林會議民陣爆發內鬨，澳洲民陣分部主席秦晉（郁文龍）宣布獨立為澳

洲民陣，2008 年荷蘭分部王國興等不接受民陣改選新任主席費良勇，率澳

洲等八國民陣分部另立中央（秦晉，2021：123-26）。 

2006 年 12 月 26 日，曾建元由中國大陸流亡詩人黃貝嶺推薦，到澳洲

墨爾本出席由澳洲國際學人基金會舉辦的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第一屆年會，

並且在「中國的苦難」群英演講會上發表演說。與會者的共通特色，都是

                                                        
3
 馬永成由總統府辦公室主任林德訓保管之國務機要費中領取新台幣 330 萬元現金，請託

秘書陳心怡換成 10 萬美元，再由郭臨伍請託民進黨新潮流系前總幹事歐洲聯盟研究協

會顧問張維嘉透過其友人輾轉交給王丹（顏振凱，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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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民運界於文化、思想有一定成就的人士，多為獨立的文化工作者及

網路作家。曾建元的演說談到六四天安門學運與台灣野百合學運的關係，

野百合學運開啟了台灣民主轉型和修憲的契機，台灣的民主化有其爭取國

際支持及兩岸競爭的因素，而六四學運有絕對的影響；台灣要走本土化與

民主化的道路，這意味著兩岸關係將發展出與冷戰時期完全不同的政策思

維和法制架構。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發起人協調委員會首席委員前北大法律

系講師、貴州師範大學法學院長袁紅冰在年會上鄭重宣告該運動與台獨和

中共無關，曾建元（2007）當即發言提醒，台獨是台灣人民對自己國家前

途的一個選擇，應當受到真正的民主運動者的尊重；不論是否支持台獨，

每一位中華民族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都有責任與義務去捍衛台灣人民自決

的權利，共產專制與自決獨立是反民主和民主的對比，在普世價值的範疇

裡，乃不可相提並論。 

2008 年 4 月 10 至 13 日，澳洲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協調委員會與國際學

者基金會在曾建元幕後協助下，於台北徐州路台大社會科學院行政大樓第

一會議室與政大綜合院館北棟一層會議廳共同召開「中國苦難文學暨戒嚴

與後戒嚴時代台灣文學」國際研討會，同時在會前舉行 2007 年第一屆中國

自由文化獎頒獎典禮；台大經濟學系張清溪教授因有關中國經濟的研究而

獲頒第一屆經濟學獎（趙晶來，2008；紅線，2021）。 

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協調委員會也利用首席委員袁紅冰訪台機會，舉辦

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系列叢書的新書發表會，宣告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已在台

灣建立經營的據點。同時擔任台灣北社法政組召集人的曾建元，更利用袁

紅冰訪台時機為其在台灣北社舉辦「背對中國、面對中國，一個反共中國

人給台灣新總統的諍言」演講會，聽眾擠爆，引起轟動。袁紅冰乘勢在次

年 11 月出版《台灣大劫難—2012 不戰而勝》、舉行巡迴座談，與台灣本

土社會對話、深入認識台灣；2010 年他受聘為開南大學法律學系講座教授，

公開主張台灣人民應通過台灣共和國的建國運動鍛鍊出台灣人民捍衛自由

的大國魂。袁紅冰對台灣人和中國人親自演示了標榜對中國自由文化的追

求，並不妨害在政治上認同台灣獨立建國。這是基於自由主義的價值選擇，

超越了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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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共合作，民運冷落 

民進黨初次執政，本土化的路線導致統獨與民族認同的衝突驟然升

高，連帶使兩岸關係緊張不已。國民黨乃思與共產黨展開對話與交往，以

此向台灣內外證明自身有能力管理兩岸關係風險，藉以尋求贏回政權。國

民黨原本規劃於 2004 年第 11 任總統大選勝選後，由連戰以總統當選人身

分在就職前訪問中國大陸，但這構想因敗選而未能實現（Wang, 2011: 180）。

國共關係的變化，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放寬了對於國民黨和民國史論述觀點

的控制，於是民國熱現象開始升溫。2004 年 8 月，有民國派網路社團中國

泛藍聯盟在武漢青年文炎（孫不二）與流亡台灣的江蘇省中國民主黨人陳

榮利等為首發起成立，推舉文炎為主席，盟員以國民黨精神黨員自居，對

於利用國共第 3 次合作推動中國民主化有著天真的期待。 

2005 年 4 月 29 日，國民黨主席連戰與共產黨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北京

人民大會堂會談，達成《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共識，確認以九二共識

與反對台獨作為國共兩黨政治共識；儘管如此，九二共識和台獨的內涵為

何，國共雙方認知卻有所不同。事實上，1992 年兩岸政府接觸之初，兩岸

間係以口頭各自表述的方式，就事務性商談達成兩岸都主張一個中國原

則，但其涵義認知各有不同的諒解，我國堅持保留對於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的權利，而對岸則拒絕在事務性商談中表述一中的內涵，而所謂的九二共

識，則將原先的事務性商談擴張到政治性談判（曾建元，2016）。連戰更在

此行中於北京大學宣示，要與共產黨聯手制台獨（王寓中，2005）。但究竟

台獨定義為何，卻人言各殊。以李登輝所提的特殊兩國論而言，陳水扁

（2019：110-11）便不認為是台獨，因為當中強調兩岸的特殊性，因此屬於

一中各表、是一個中國的論述。蓋對岸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曾於 1999 年

7 月 20 日提出質疑和警告，如果台灣按兩國論修憲修法，以「中華民國」

名義實現「台灣獨立」，兩岸未來不可能「以和平方式統一」（李氣虹，2020）。

由此可知，對岸在意的是台灣的國家主權地位對其做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

地位的挑戰，而不是簡單的台灣人是否認同中華民族文化的問題。 

2006 年 2 月 20 日，中國泛藍聯盟陳榮利向國民黨提出入黨申請，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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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答以依『人民團體法』規定，中華民國政黨黨員須具備國籍而予以婉拒

（楊孟瑜，2006）。6 月，中國泛藍聯盟宣布有 102 名國民黨精神黨員參選

人大代表，其後盟員陸續遭到約談和打壓（陳奎德，2006），主席文炎甚至

於 2007 年 5 月遭到逮捕，2011 年 6 月被當局以煽動颠覆國家政權罪重懲有

期徒刑 6 年，關到 2013 年出獄（維靈，2013）。2009 年中國泛藍聯盟發表

聲明，抨擊國民黨對他們的遭遇不聞不問，而民進黨對他們尚有一些公道

話（中國泛藍聯盟，2009）。2014 年 10 月 10 日《環球時報》社評〈病態的

「民國熱」是對歷史的侮辱〉一文刊出，反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對於

民國熱的態度，民國熱終於告一段落（許劍虹，2021）。國民黨對於中國泛

藍聯盟精神黨員的受難未曾在國共間年度的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中有所反

映，也從未公開聲援過，國民黨怎麼看到中國民運，乃不言而喻，避之唯

恐不及，深怕「中國不高興」。 

2008 年 3 月，總統大選結果揭曉，中國國民黨籍的馬英九擊敗民進黨

的謝長廷，馬英九答覆媒體詢問是否邀請達賴喇嘛第十四世丹增嘉措訪

台，答以時機不宜，引起譁然（邱燕玲等，2009）。馬英九於 5 月出任總統，

台灣第二度政黨輪替執政。2008 年 11 月，對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

林應邀訪台，馬英九政府有意營造國共合作下兩岸關係的良好氣氛，由蔡

英文領導的民進黨也有意藉抗議陳雲林來訪整頓隊伍。政府限制國旗舉掛

以避免陳雲林在場尷尬，更有警察取締群眾持國旗，加以陳雲林於台北賓

館晉見馬英九總統時不願承認其總統地位，遂給民進黨和抗議群眾找到國

民黨政府自甘國格矮化的把柄，群眾與警察爆發嚴重衝突（劉志聰，2008）。 

12 月 10 日，『世界人權宣言』公布 60 週年，由劉曉波領銜發起、張祖

樺主稿的《零八憲章》草稿公布並徵求連署，這是一個基於憲政主義的修

憲主張，實際上卻是否定黨國體制的，為此《零八憲章》甚至提出了轉型

正義的主張。而關於兩岸關係，《零八憲章》則主張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

兩岸通過對等談判和互動合作來尋求海峽兩岸和解方案（曾建元，2019a：

163）。曾建元是《零八憲章》的第一批台灣連署者，最初《零八憲章》在

台灣徵求連署，確實讓許多台灣人躊躇不前。由美國移民來台的林保華，

即批判《零八憲章》迴避了民族自決的問題不談（林保華，2008）。而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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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從連署者的立場來提出異議，究竟是擁護普世價值的台灣人，還是簽

了以後就成了「中國台灣人」？《零八憲章》是群體智慧的結晶，劉曉波

支持住民自決，甚至制定新憲，但在《零八憲章》他只能贊同聯邦制和修

改憲法（余杰，2017：338）。儘管如此地自我約束，《零八憲章》公布之後，

劉曉波即受到軟禁。 

2009 年 4 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施行法』公布施行，兩公約在台灣取得國內法的效力，這一立法緊隨於《零

八憲章》之後，不僅全面提升了台灣政府與人民的人權視野，事實上也更

加大拉開了兩岸的人權發展差距，而與國民黨政府面對六四和中國人權的

態度形成強烈的反差，此際，甫於前一年（2008 年 6 月 5 日）通過美國哈

佛大學歷史暨東亞語言學博士學位口試的王丹，應邀來台客座國立政治大

學台灣史研究所（王丹，2012：395）。2009 年六四 20 週年，馬英九總統以

先前四川省發生汶川大地震為由，低調地在網上發短文紀念，還鼓勵性地

肯定中國大陸新聞自由的進步，期待能繼續往民主自由大道邁進；他次年

繼續低調，以行程太忙為由缺席中正紀念堂的六四紀念活動，還發文肯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4 月公布《國家人權行動計畫》。原本總統府通知王丹，

擬於 5 月 20 日總統就職週年當天或隔天接見王丹，但此一安排臨時取消。

吾爾開希公開表示，對龐建國稱因擔任海基會副秘書長而不便出席六四 20

週年紀念會而感到不解（邱燕玲等，2009；王丹，2012：360-61）。 

在六四 20 週年紀念活動當天，龐建國仍出現在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

與會者還有薛偉、汪岷、前民進黨籍立委林濁水、作家司馬中原（吳延玫）、

歌手殷正洋等。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姚立明感慨說，馬英九過

去 18 年都有來，但當上總統後就沒來了；他希望馬利用和中共談判的機會，

呼籲中共釋放六四人權鬥士。畫家顏柯夫為六四時北京清大學生、由香港

「黃雀行動」救出庇護，他以半個台灣人的身分呼籲馬總統，「不論你要跟

什麼人當好朋友，夜深人靜，是否想想對人的基本價值觀是什麼？」2009

年台北六四紀念舉辦過後，馬英九決心改組了台灣民主基金會，由黃德福

接替林文程出任執行長，以配合兩岸休兵的政治氣候（陳民峰，2009）。 

2010 年 6 月 29 日，兩岸兩會在重慶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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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在國共和解的氣候下，血援會舉辦六四紀念會，統派進退失據與意興

闌珊，讓台灣本土社團找到重新定義六四的歷史機遇。在台灣人權促進會

的提議和在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中國研究碩士學程客座的王丹的支

持下，台大歷史學系香港籍學生黃俊傑等參與過中國沙龍的大學生另起爐

灶，於 2010 年在台大校園舉辦六四 21 週年紀念活動（Chen, 2019: 139）。 

2010 年 10 月 8 日，諾貝爾基金會宣佈，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12 月 20 日，民進黨籍前立委羅文嘉與王丹，選擇在第六次海基會董事長

江丙坤與海協會會長陳雲林會談召開的當天聯手召開記者會，宣布成立兩

岸民主與文化交流研究室，將自次年 6 月起推動每年一次的「兩岸民間社

會對話平台」，每月一次的中國沙龍、自 2011 年 3 月起發行《公共知識分

子》季刊，並將在台北與美國紐約兩地各設一個辦公室（王丹，2012：

397-99）。 

在此同時，1989 年時任香港嶺南學院學生會長兼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

的香港社會民主連線主席陶君行來台與王丹商議成立中港台三方平台，王

丹向陶君行建議曾建元為共同發起人，最後由陶君行邀請得香港民主黨主

席兼立法會議員何俊仁、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兼香

港公民黨秘書長鄭宇碩、王丹請出前中國民聯主席胡平與中國民主黨全國

委員會主席王軍濤，曾建元洽請台灣智庫董事長民進黨籍立委林佳龍、和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顧忠華共 9 人組成董事會，依林佳龍建議命名

為華人民主書院，於 2011 年在香港註冊成立有限公司，台北與紐約設有辦

事處，而由王丹擔任董事會主席，聘王興中為秘書長、鄭宇碩為校長。華

人民主書院於 2011 年 5 月 30 日在台北市宣布成立，是希望通過網上教育

和實體交流向全球華人社會推廣民主和培養人才（張達明，2018）。因為華

民的成立，兩岸民主與文化交流研究室的階段性任務完成。而在稍早的 5

月 14 日，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成立，曾建元受邀與阮銘等為發起人，選

出中央廣播電台常務董事兼「為人民服務—楊憲宏時間」節目主持人楊憲

宏為理事長，配合央廣節目所挖掘到的中國大陸人權議題或個案表達關懷

和倡議救援。 

2011 年六四活動，乃由王丹以巡迴校園的中國沙龍串連出來的香港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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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以及台灣本地學生組成的台灣學生促進中國民主化聯合工作小組，取代

了血援會，撐起了自由廣場的六四晚會（曾建元、楊雨亭，2019），台灣學

生促進中國民主化工作會的主要成員有黃俊傑、金昱、林家興、凃京威、

吳君薇、周慶昌等台大或清大學生，幕後還有中國大陸留台學生。經過群

眾換血的六四 22 週年台灣悼念晚會，約有 400 人參加，背後有台權會協助

串連的各個人權團體設攤共同參與，與前一年的冷清場面形成強烈的對

比。六四晚會因涉及籌辦經費非學生可負擔，而後改由台灣關懷中國人權

聯盟接過主辦兩屆，再交由華民主辦，並號召與華民有夥伴關係的非政府

組織共同協辦（曾建元，2019）。2011 年以後，台北六四紀念活動因台港學

生自發性舉辦逐漸走向本土化，論述也從中華民族共同體轉變昇華到普世

價值和人權的捍衛（國民黨青年團，2021）。 

2012 年 12 月 11 日世界人權日前夕，在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的推動

和游說下，立法院無異議通過了 22 位民進黨籍立委關注及救援中國良心犯

提案，要求政府關注被關押的 4,033 名中國良心犯，以落實兩公約之實踐並

順應國際潮流；案由指出，依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8 條規定，

對於因政治、宗教信仰或其他信念而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押在勞動教

養所、監獄、拘留所及看守所之民主活動家、維權人士、法輪功學員及西

藏人士等良心犯應予以關注，並應制定相關法令予以救援及協助。次年 11

月 12 日立法院再度無異議通過提案，要求政府落實『關注及救援中國良心

犯決議案』，具體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釋放王炳章、高智晟等 16 名良

心犯（鍾元，2013）。 

2019 年六四 30 週年台北紀念活動中，民進黨籍的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

在總統府接見了由華民安排來訪的流亡海外六四受難者，這是中華民國總

統第一次在總統府以紀念六四名義正式接見與安慰六四受難者，而血援會

則在六四當天舉辦《反對王丹》座談（曾建元、楊雨亭，2019）。統獨易位，

場面令人錯愕，也不勝唏噓。華民則在六四 30 週年晚會上，特別請出了虞

戡平上台，表彰他們當年聲援六四的義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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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中國民運走進台灣，台灣民主回饋中華 

一、台灣觀選，見證民主 

中國海外民運自王炳章於 1982 年紐約首義至今已歷 40 年，當年台灣

尚非民主國家，動員戡亂體制宣示兩岸關係還處於中國的內戰狀態，蔣經

國對於反攻大陸壯志未酬，把中國民運視為家人，依靠黨國威權體制對中

國民運提供大量資助，到了李登輝時代，中華民國終止動員戡亂實施憲政，

黨國體制走向黃昏，對民運的支持日益官僚化，待到陳水扁執政，本土政

權上台，台灣民主鞏固，與中國民運關係全面重建，經費支援納入國家體

制，接受監督，國民黨與共產黨 2005 年第 3 次合作，待到馬英九執政，民

運隱然成為兩岸關係以及國共關係發展的絆腳石。這也就將台灣與中國民

運關係的重建，提上了歷史的進程。 

中國民運具有中華民族主義的基因乃天經地義，但改造中國為民主國

家，才是民運的天命。中國要作為中華民族主義的民主國家，就必然要擺

脫表現為中央集權體制和大漢族主義的大一統中華帝國主義，如果服膺普

世價值，就要接受人民／民族自決權在中國的適用，否則就是虛假的，而

台灣和西藏議題就是對中國民運工作者價值信念最有效的檢驗。 

訪問台灣，與台灣民間社會交往，體驗台灣的多元族群和選舉政治，

是中國民運工作者認識和民主實踐最直接的方法，而中國民運在台灣的現

身說法，也是台灣社會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問題最有效的方法，因此中國

民運和台灣朝野的交流，對於提升彼此眼界視野有極大的幫助，在這種交

往過程中所建立的革命感情，也必將是兩岸民間相互理解體諒、關係重建

的起點。 

早期台灣與海外中國民運的交流，無可諱言，政府部門中以軍情局為

主導，民間機構則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為前鋒，而由中國青年團結

會承擔主要任務，其中以每年暑假邀請海外中國學人學生來訪的「台灣之

旅」研習營最具代表性。1991 年 1 月陸委會成立、下設聯絡處，主要業務

是聯絡與維繫台灣與海外中國民運的關係，對海內外的交流互訪提供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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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陸委會為新成立的政府部門，不像軍情局留存著黨國威權體制的歷

史遺緒和組織文化，對於民運發展的認識都還在開始階段，所以要等到民

進黨 2000 年執政，軍情局退出主導台灣與民運關係的角色，陸委會聯絡處

的功能才逐漸發揮，從而台灣本土社團才因為與民進黨政府的關係，有機

會在兩岸關係和中國海外民運的領域中有更多貢獻。 

由於台灣在 2008 年 7 月才開放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地區國民來台從事

觀光活動，2011 年 6 月才進一步開放個人自由行，所以在此之前，中國大

陸人民無論身在國內或國外，要到台灣，都只能循專業參訪申請專案批准

許的程序，而由台灣法人出具邀請函和代辦申請，所以海外民運工作者有

意來台訪問者，必須得到台灣政府的同意以及台灣非營利公益法人的邀

請。1996 年 3 月中華民國第 9 任總統暨第 3 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前者首

度以台灣公民直選方式為之，是華人世界首次總統民選，全球矚目，台灣

政府廣邀並歡迎各國人士來台觀選並做見證，各洲中國海外民運團體與領

袖也在邀請之列4。這次成功的民運觀選經驗，從此建立了台灣觀選安排的

模式，即拜會涉陸政府機構、主要政黨、非政府組織、學術機構、候選人

競選總部、與參觀競選活動如掃街、造勢晚會和投開票過程。 

民運經費依賴募捐，資源珍貴，在世界各地舉辦活動或往返台灣觀選

等，如果沒有經費的補助，便極難成行，台灣政府提供的預算，不論金額

大小，總是多少有所幫助。第一次政黨輪替以後，台灣政府調整了與民運

的關係，更加注重政治中立和公開透明，加以公務人力有限，所以民運來

台觀選或在台灣舉辦活動，台灣民主基金會或其他政府外圍組織以及各個

                                                        
4
 此次應邀赴台的民運團體與人士，有中國民主黨海外主席王若望、民聯陣主席徐邦泰、

自民黨主席王策、民聯主席吳方城、民陣主席萬潤南、全美學自聯主席邢崢，全加學聯

主席朱甯生，《北京之春》主編于大海、經理薛偉、中國人權主席劉青、普林斯頓中國

學社執行主席陳奎德，以及劉賓雁、郭羅基、蘇紹智、阮銘、陸鏗、柴玲等，應邀參訪

的民運人士先後走訪了國民黨李登輝連戰、民進黨彭明敏謝長廷、無黨籍林洋港郝柏村

以及陳履安王清峰等四組總統候選人的競選總部，觀察了競選活動和投票實況，同時參

觀了立法院、中央選舉委員會、陸委會、法務部、海基會、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

世界自由民主聯盟、團結自強協會、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中國災胞救助總會等民間

和政府機構，進行了多場座談（芳呈，199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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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間團體，便成為不可或缺的在地協力者。台灣民主基金會成立之後，

也自 2004 年 3 月當年在第十一任總統起自行主辦納入中國海外民運的國際

觀選團，也對海內外民間團體舉辦的觀選活動提供補助。 

二、民運重整，會師台北 

為因應 2008 年 7 月我國開放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入境，特別是專業參

訪的規劃和辦理，曾建元在與其同時擔任謝長廷競選總統幕僚前民進黨青

年發展部主任林俊佑、周思萍夫婦支持下，於 2008 年 9 月發起成立台灣發

展與文化交流協會，曾建元當選理事長，並任命林俊佑為秘書長，常務理

事中有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林啟驊。台發會成立後的第一個任務，便

是在 2009 年 3 月 28 至 29 日，與台灣文化基金會、台大國發所和政大國發

所，共同承辦澳洲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協調委員會於台大國發所召開的「重

建中國自由文化精神—台灣經驗與中國苦難的對話」國際研討會，會議主

題環繞著「以自由的名義，重建中國自由文化精神」，並舉辦了 2008 年第

二屆中國自由文化獎的頒獎，台灣哲學家史作檉獲頒哲學獎。受邀來台的

十五位中國大陸出席者，全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止出境來台（陳柏年，

2009）。中國自由文化獎只頒到 2009 年第 3 屆，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打壓，

大陸得獎者難以出境領獎，故而不舉辦頒獎典禮和相關活動5。 

2009 年 8 月 6 至 8 日，西藏流亡政府在瑞士日內瓦舉辦首屆「尋找共

同點」漢藏會議，其中關於西藏民族的自決權問題經過激辯，最後未能成

為〈尋找共同點—日內瓦藏漢國際會議共識〉的內容，當中或有爭取中國

大陸漢人支持西藏實現名副其實的民族區域自治權的策略考慮（盛雪、陳

奎德，2009）。台灣與會者6 對西藏和中國大陸漢人關於自決的顧慮雖然理

解，儘管對兩岸統獨的立場不一，但都肯定自決權是普世人權，台灣人和

西藏人都應擁有自決權，而在會外與各方的交流中，也就形成了歡迎並樂

                                                        
5
 第三屆文化成就獎由邱榮舉以從事台灣客家文化復振運動的成就獨得（曾建元，2012）。 

6
 受邀與會的台灣人士有前新黨籍立委中國民主黨顧問錢達、曾建元、台灣團結聯盟政策

暨文化宣傳部主任周美里等，與各洲中國民運和西藏自由運動領袖廣泛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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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促成中國民運和流亡西藏加強與台灣本土社會對話的共識。 

當年年底 12 月 5 日，台灣各省轄縣市長、縣市議員暨鄉鎮市長三合一

選舉，台發會即由錢達策畫，中國民主黨副秘書長孔識仁（李明）執行，

主辦了台灣 2009 年地方選舉考察團，安排了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總部主席

徐文立、秘書長汪岷、民聯陣主席黃奔、八國民陣副主席秦晉、香港前線

主席甄燊港以及六四黃雀行動前線總指揮陳達鉦等赴台觀選，除與國、民

兩黨和台灣民主基金會交流，也親赴台灣西岸南北重要選區參觀競選活

動，團員對台灣民主的生根發展乃深受感動和啟發（孔識仁，2009）。這是

台發會成立後，第一次為海外中國民運舉辦的觀選活動。 

民聯陣主席黃奔與前主席汪岷受到日內瓦漢藏會議成功的鼓舞，為華

盛頓會議後分裂的中國民運整合積極奔走，促成民聯陣、民聯和八國民陣

於 2010 年 4 月共同發表聯合公報，宣布成立三民聯合工作委員會，而以八

國民陣副主席秦晉為秘書長，前民陣監事會主席錢達為監察長，在決定於

台北召開三民整合會議後，即委由莫逢傑（民聯主席）、王國興、黃奔、錢

達、汪岷、秦晉、金小炎（民陣英國分部主席）、曾建元進行籌備，後再增

加民聯總幹事秦新民，會議由台發會承辦，全球治理與區域發展學會協辦。 

2010 年 11 月 11 日，「中國民主化展望與探討」國際會議在台北天母中

華民國農民團體幹部聯合訓練協會農訓中心召開，由錢達主持開幕式，秦

晉致開幕辭，曾建元致歡迎辭7。這是中國民運首度在台灣的大規模集會，

八國民陣在台北換屆改選，王國興續任主席，錢達出任監事會主席，監事

中有台灣人輝戈（吳國正）新當選。三民等中國民運各重要團體齊集台北，

                                                        
7
 台聯黨主席前陸委會主委黃昆輝、香港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

事長跋熱．達瓦才仁（代表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中國民主黨聯總主席

徐文立、前民陣副主席多萊特．吾爾開希受邀致詞，現場並播放澳洲綠黨籍參議員布朗

（Robert James Brown）、公民力量召集人楊建利錄影致詞。其他中國民運領袖出席者有

民聯陣自民黨主席王策、自民黨主席潘晴、社民黨秘書長劉因全、前民聯主席《北京之

春》經理薛偉、前民陣主席齊墨、杜智富、前自民黨代主席楊農、中國憲政協進會主席

王丹，及香港社民連主席陶君行、南方民主同盟主席龍緯紋、香港五七學社總幹事武宜

三（凌文秀）等。海外來台與會者約 70 人，不包含遭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止出境的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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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台灣民主成就並對台灣表示支持，有其在兩岸關係史上的重大意義，

惟國、民兩大黨皆對於中國民運冷處理，僅禮貌性地表態8。單從台灣與會

者的名單來看，顯示在國共破冰交融之後的蜜月期間，國民黨人對於現身

公開支持中國民運相對謹慎的態度，民進黨中央重視不足，但存在著基於

反對運動經驗而來的同情與支持。大會會後發布了〈迎接中國民主化時代

的到來—中國民運台北會議宣言〉，呼籲關注王炳章和劉曉波繫獄，也呼

籲台灣朝野各黨和港澳民主力量的支持。三民組織則改組為中國民運團體

聯合工作委員會，由王國興出任首任主席團召集人，秦晉為秘書長（秦晉，

2010、2021：174-77；Yu, 2021: 143-44；慶正，2010）。 

三民台北會議一經結束，接著在 11 月 27 日登場的是由台發會與中國

民主黨聯總主辦的台灣 2010 年五都選舉海外華人學者與專家考察團，以及

在 28 日由徐文立設立的美國關注中國中心和台灣的公督盟協辦舉行的

「2012 年前後中國大陸民主化的戰略」研討會，地點同樣在台北天母農訓

中心，主要的執行者為孔識仁。海外與會者以中國民主黨人為主，如聯總

主席徐文立、秘書長汪岷、美東黨部主席唐元雋、德國黨部主席張思利、

丹麥黨部主席藍煒、香港黨部主席萬寶等。2012 年 1 月台灣第 5 屆總統直

選和第 8 屆立委選舉，台發會亦協助孔識仁規劃由台灣文化基金會舉辦的

兩團觀選，海外團邀請有汪岷和錢中國行政法學會副會長程幹遠等 14 人，

大陸團則邀請了前《經濟學週報》記者高瑜、前國務院辦公廳秘書俞梅蓀

等六人，俞梅蓀於回國後旋即出席趙紫陽逝世 7 週年家祭，他在趙紫陽靈

前向致祭者介紹了在台灣觀選的見聞，在場人士無不為之鼓舞和興奮，慶

幸有台灣民主為中國做了示範。孔識仁總結多年舉辦觀選的經驗，乃發出

喟嘆，中國大陸祖輩建立而父輩失落的民主憲政夢，此刻正在台灣實現；

他認為中國有其本土的憲政傳統，就是中華民國，將中國民主化的正當性

基礎建立在中華民國法統，是最能撼動中國民心的論述（孔識仁，2012；

                                                        
8
 如總統兼國民黨主席馬英九係頒發賀辭，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致贈花籃，只有台聯黨主席

黃昆輝公開到場力挺，出席的台灣政治工作者，立委僅有高志鵬，其他如前行政院客家

委員會主任委員羅文嘉、前總統府憲改辦公室主任李俊俋、新社會智庫顧問前立委林濁

水，都是民進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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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梅蓀，2012）。 

2012 年 4 月 19 至 21 日，出於林俊佑的推薦，曾建元受邀前往美國加

州長灘（Long Beach）參加公民力量舉辦的第 7 届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

（Interethnic/ Interfaith Leadership Conference）；此行有林啟驊同行，結交了

來自世界各地的中國海外民運工作者、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壓迫的各民族自

由運動工作者、及各國異議者，從而促成第 8、9 屆兩屆研習營獲得華民的

支援而移師台北舉辦，2013 年 4 月的第 8 屆營隊，時香港佔中運動蓄勢待

發，民間人權陣線、專上學聯等香港青年領袖多人就近來台參與（曾建元，

2012a；施文達，2013）。 

三、風雨共撐，台港同行 

2013 年 1 月，為配合台灣業務的推展，華民在台灣成立華人民主文化

協會，選舉顧忠華為理事長，林佳龍與曾建元為常務理事。當月香港大學

法律學系副教授戴耀廷針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關於 2017 年香港人

民可以自己決定改變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選舉方式的承諾，實現雙普

選，而提出非暴力抗爭的施壓構想，戴耀廷徵詢基督教浸信會牧師朱耀明

與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獲得支持響應，2013 年 3 月 21 日香

港 12 個政黨和團體宣布組成真普選聯盟，選出鄭宇碩為召集人，27 日戴耀

廷、朱耀明、陳健民佔中三子共同發布〈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信念書，

建議以審議民主方式制定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徐承恩，2017：500）。

鑒於香港民間對於非暴力抗爭的認知普遍有限，乃由鄭宇碩規劃由華民邀

請台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簡錫堦自 6 月起至 2014 年 2 月在香港和

台灣舉辦多場非暴力抗爭訓練講習，而以香港民主黨 2 月 22、23 兩日在香

港新界沙田區烏溪沙青年新村主辦的非暴力抗爭訓練營結訓（何平，2015：

141）。期間尚有 2014 年 1 月 18 至 19 日華民與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在台北舉

辦的「台港公民社會運動」研討會，探討台港公民社會結盟的可行途徑（海

芯葆，2018），2 月 5 日，香港民主黨人即由主席何俊仁率領在中環皇后像

廣場舉行佔中誓師儀式（馬淑君，2014）。 

2014 年 3 月 18 日，台灣爆發太陽花學運，導火線是國民黨籍立委張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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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欲藉立法院內政等八委員會聯合審查會議主席地位強行通過『海峽兩岸

服務貿易協議』送交院會存查，引起社運團體島國前進學生衝入立法院區

佔領議場，但結構性因素則是國共合作導致兩岸權貴資本主義對台灣產業

環境的衝擊。太陽花學運提醒了台灣社會9，最終乃成功擋下『服貿協議』，

對於香港民運有相當的鼓舞，也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台灣的民主輸出深

感忌憚。5 月 30 日，曾建元應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邀請出席

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辦的《「六四事件二十五週年」國際研討會》，遭香港政

府沒收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禁止入境、於次日遣返回台北（華人民主

書院，2014）。 

2014 年 6 月 10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發布《一國兩制白皮書》，

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單一制國家，中央人民政府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高

度自治權的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完全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

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的效力。6 月底，

香港有 78 萬民眾參與民間公民投票，票決真普選聯盟的自由競選案；8 月

3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做成《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普選問題和 2016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特首參選人須獲官派的過

半數提名委員會委員支持才能成為候選人；候選人限 2 至 3 名，立法會選

舉則不作變動。結果和《八三一決定》的巨大落差，宣告香港民主派與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公開決裂（徐承恩，2017：500；石黑，2020：125）。 

華民邀請了台灣的社運團體利用參加七一大遊行的機會前往香港進行

交流，並規劃了 6 月 30 日的「港、澳、台社會運動的發展」研討會（華人

民主書院，2014）；島國前進學生領袖林飛帆、陳為廷以及東吳政治系兼任

助理教授林啟驊，均遭香港拒絕入境（陳競新，2014）。9 月 22 日香港專上

學聯發起大學生罷課，26 日學民思潮發動中學生罷課、並重新奪取金鐘添

馬艦政總公民廣場，28 日凌晨，戴耀廷宣布佔中運動登場、自此起為時 79

                                                        
9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陳君愷、哲學系助理教授沈清楷、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副教授曾建元、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葉浩、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吳豐

維更發起〈以純真戰勝詭詐，讓太陽照亮黑箱！－大學教師反黑箱服貿罷課聲明〉響

應（謝性恩，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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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又稱為雨傘革命。香港本土意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收回『基本法』關

於香港人民雙普選權利的承諾之後全面爆發，反對民主派和平理性非暴力

抗爭路線的勇武派群眾在主張香港民族自決的本土民主前線領導下，於

2016 年大年初一在旺角展開魚蛋革命，本土派以香港民族論和香港自決獨

立為訴求，挑戰與反叛民主派 1990 年代以來的民主回歸中華論，後者被本

土派謔稱為「左膠」或「大中華膠」（石黑，2020：125-30）。2015 年 3 月

15、16 日，台港社運交流平台於台北客家文化會館舉辦了「台港社運交流」

研討會，香港的統獨問題竟成了重要焦點（林保華，2015）。 

香港最後一波大規模抗爭是反對『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

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的反送中運動，反對香港引渡逃犯至中國大陸，

抗爭者甚至一度攻占立法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2020 年 6 月由全國人大依

愛國者治港原則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實質沒收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石黑，2020：125）。鄭宇碩流亡

澳洲、何俊仁下獄，他們都成了被專政的國家敵人甚至囚徒。香港華民公

司於 7 月被迫解散。台發會改組為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理事長推選曾建元

出任，由王興中擔任秘書長，延續華民的精神，繼續傳承台北六四紀念和

支持中國民主化的薪火。這一年，中國青年團結會因未能依『政黨法』規

定由政治團體轉型為政黨而廢止立案，這一個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基於

中華民族主義的支援中國民主化青年團體的結束，意味著以普世價值重建

兩岸民間關係的時代無可迴避，必將來臨。 

四、歌未央 

2019 年六四 30 週年，華民與支聯會於 5 月 18-20 日在台北台大校總區

舉辦了「六四事件三十週年—中國民主運動的價值更新與路徑探索」國際

研討會，蔡英文總統 5 月 23 日在總統府公開接見了受邀出席研討會的海外

中國民運工作者王軍濤、王丹、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訪問學人吳

仁華、美國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會長方政、人道中國主席周鋒鎖、紐約市

立大學亨特學院兼任教授滕彪、中國海外民運聯盟秘書長李曉明等，以及

台灣人民主亞洲基金會會長洪哲勝。這是台灣總統史無前例地藉六四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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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義公開接見中國民運人士表達對中國民主的支持（陳民峰，2019）。6 月

3 日，蔡英文第二度以六四紀念名義在總統府接見中國民運人士，是由中華

港澳之友會安排的海外民運人士認識台灣民主人權參訪團10；副總統陳建仁

更出席了華民主辦的『記憶．抵抗』中國六四屠殺 30 週年紀念晚會，是台

灣歷年出席六四紀念晚會層級最高的政府首長，出席晚會的政治人物，還

有陸委會副主委陳明祺、前行政院長賴清德、民進黨祕書長羅文嘉和時代

力量主席立委邱顯智（黃宣尹、陳冠穎，2019）。 

2022 年六四 33 週年在中正紀念堂民主大道上豎起了丹麥雕塑藝術家

高志活（Jens Galschiøt）系列作品《恥辱柱》（Pillar of Shame）的香港版《國

殤之柱》11，民進黨籍立委林靜儀批評國殤之柱是紀念哪一國的國殤，引起

社會議論（曾建元，2022）。結果激起在台香港流亡者的同仇敵愾，號召與

會，以致廣場人數衝破 2,000，是近 20 年來的最高峰。現場語言國語、閩

南語和廣東話交錯，各個人權團體關心的，也不只是中國大陸的六四，還

包括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壓迫的西藏、維吾爾和香港問題，甚至緬甸議題。 

六四 30 年了，台灣人民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殘酷鎮壓與強權霸道，而

在民族感情上與中國大陸越走越遠，但從民主和人權的普世價值，從同為

被壓迫者的處境，台灣公民社會對中國民主化與人權議題的關懷反而更加

堅定，而且成為檢驗各個政黨價值立場的指標。蔡英文能在 2020 年連任總

統，和國民黨韓國瑜面對香港反送中運動閃爍態度的強烈對比有很大的關

係（曾建元，2020）。誠如前新黨籍僑選立委老牌中國民運參與者錢達 2014

年 6 月 1 日在日本舉行的民主中國陣線論壇中所言（莊豐嘉，2014）：「雖

然我主張統一，但也必須告訴各位，就算有一天，中國也民主化了，台灣

是否要跟中國統一，還是必須由台灣兩千三百萬人同意才行。」台灣和中

                                                        
10

 成員包括旅美政論作家陳破空（陳勁松）、吳祚來、澳洲李曉明、齊氏文化基金會理事

齊家貞、西澳洲大學政治科學及國際關係學程主任陳杰、墨爾本民運聯盟監事長高健、

美國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中心暨斯德頓島學院政治和全球事務學系教授夏明、日本《月

刊中國》主編鳴霞等（海濤，2019）。 
11

 《國殤之柱》當年係為紀念六四而製作，而保存在香港大學，但受『港版國安法』影響，

遭香港政府和香港大學移除，所以在台北以立體列印方式透過網路募資重建了縮小版的

國殤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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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關係，應當要超越民族與主權問題的狹隘框架，而要從民主與反民主

的視野重新思考，重新定位，重新聯結，而是否尊重台灣人民的自決權利，

正是檢視中國大陸與台灣在民族感情和價值共識上，重新接近和統合的條

件成熟與否的唯一標準。 

2018 年 8 月 19 日丹麥中國之路研究會在德國杜塞道夫（Dusseldorf）

邀集海外各地反共人士會議，我國有李酉潭和前建國黨主席台灣永久和平

夥伴協會會長黃千明與會，會議通過《杜塞道夫共識：推動中國民主革命，

維護世界永久和平》，宣告「人民自決權和民族自決權是聯合國兩個國際人

權公約第一條所揭示的核心價值，我們呼籲中共政權尊重人民決定自己的

生活方式、政治制度與前途命運的權利」（中國之路國際研討會，2018）。

2022 年 4 月 27 日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聯合總部在英國倫敦召開的中港台

藏國際研討會後通過《倫敦共識》，重申「堅決遵守與執行『聯合國憲章』，

擁護與落實人民／民族自決權的核心價值基礎，我們呼籲中共政權尊重人

民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與前途命運的權利」（中國民主黨全國委

員會聯合總部，2022），9 月 25 日，民聯於澳洲雪梨主辦「中共二十大後的

台海局勢暨兩岸關係」研討會，通過《悉尼共識：反專制，反侵略，繫和

平》，同樣延續《杜塞道夫共識》和《倫敦共識》的主題，揭櫫「主權在民

原則之下的地方自治與住民自決是現代民主與國際準則的基石，也是『聯

合國憲章』和兩項國際人權公約確立的核心價值」；會議關心台海局勢，特

別指出「台灣海峽現狀的改變，必須經由不受武力威脅的台灣全體公民投

票決定」（中國民主團結聯盟，2022）。 

2022 年 11 月 20 日至 27 日，海外民運工作者組織中華民國地方公職人

員選舉（九合一選舉）觀察團來台觀選，27 日，在由藏人行政中央駐台灣

辦事處指導、台北市在台西藏人福利協會、華民和中華博愛台港共融協會，

及亞洲公共文化協會聯合舉辦的「台藏踐行民主制度對中國大陸實現民主

化的影響」跨國座談會後，通過《台北觀選宣言：中國要民主，台海要和

平》，當中強調，「兩岸政治談判的前提，必須尊重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的

意願：台灣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前途和命運，中國必須實行民主化，開放

言論自由和報禁黨禁，兩岸應當以同樣自由民主的制度作為共同追求和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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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目標。任何違反民主和自決原則的兩岸間任何政治安排，我們堅決反

對！」（巴桑，2022；中華民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九合一選舉）觀察團，

2022）經過台灣與海外中國民運的長年互動交流，雙方的信念與共識，已

經由文字加以簽署確認而可接受檢驗挑戰，而這在中國民運一方，要面對

其來自國內的質疑，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和黨國意識型態的環境中更顯得

難能可貴。 

香港人民在爭取真普選的過程中付出慘痛代價，高度自治全面淪喪，

說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視角中，只要不接受共產黨的黨國體制統治，就

是分離主義、獨立主義，因此爭取中國民主化的鬥爭，在戰略上，一定要

將中國人從大一統的中華民族主義迷思中解放出來，正視中國或中華民族

其實是源自清末梁啟超、孫中山一代人的政治建構，目的是要將古老的封

建帝國轉化為現代主權國家，為立憲政體奠基，而不論是地方自治、聯省

自治、聯邦、邦聯式聯邦或甚至李登輝的特殊兩國論或是將大中華區分為

充分自主的七塊地區（台灣、西藏、新疆、蒙古、東北、華北、華南）的

七塊論主張（李登輝，1999：241）。關於未來中國的民主治理，必然要對

當前的中國進行解構，在制度上，要有建國程序和憲政民主體制的規劃；

在意識形態和觀念上，則要有政治中國和文化中國認同分裂的準備，全體

華人社會才有機會脫離中華民族主義帝國的心理宰制，成為人格自主獨立

的公民、形成公民社會，打造民主國家。 

中華民國是『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國，儒家的良知和西方的理性並

列為人的稟賦，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社會倫理觀是全球人類秩序和關係的基

本規範原則，它們是普世價值的重要成分。『中華民國憲法』早於『世界人

權宣言』制定，聯合國經濟和社會理事會中華民國常任代表兼人權委員會

副主席張彭春在代表中國參與『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時，將良知與理性

並列為人作為人權主體的普遍人格基礎，乃根源於儒家的仁學理念，他還

自承參考了『中華民國憲法』的人權和基本國策條款，因此由『世界人權

宣言』進一步開展的國際人權兩公約，也蘊含著中國儒家的人本精神，將

普世價值和中華文化對立看待，是昧於歷史和真理的政治洗腦（Tseng, 2017: 

991-93）。由普世價值連結兩岸，同時由『中華民國憲法』在台灣的實踐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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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來論證憲政主義在中國的在地化實踐，對中國是具有高度的借鑑作用

的。『中華民國憲法』文本是憲政主義在中國本土發展至今的最高歷史成

就，本文相信，未來憲政中國的打造，台灣奠基於本土化的民主化經驗和

智慧，乃有其彌足珍貴的參考價值，而台灣人在反殖民和爭民主的歷史過

程中鍛鍊出來的堅定信念、反抗意志和立憲主義國家，也將會成為鼓舞中

國各民族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力量，並且對大漢族主義／中華民族主

義帝國如何走向現代民主國家發揮強大的制衡與監督作用。 

中國民主化未必能消減中華民族主義，甚至在選舉動員中，民族主義

或民粹主義都可能激發出中華民族主義者對於分離主義的敵意，但民主和

寬容的政治文化是需要經過學習和錘鍊的時間過程的，台灣有人因為擔心

中華民族主義受到政治煽動而導致兩岸升高對立，而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高壓政治控制反而有助於兩岸和平發展，完全是一廂情願的看法，兩岸

關係的重建，最終要落實在民間的相互理解和諒解，才能長治久安，而兩

岸人民價值共識的基礎，除了普世價值作為架構，難道要自外於全球人類，

臣服於權力者的握手言歡，隨時擔心受制於少數決策的失誤而暴衝嗎？一

個真正的中華民族主義者，也必然是一個人本主義者，相信所有的中國人

也可以和台灣人一樣全心擁抱普世價值，享有基本人權，做自己和自己國

家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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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ese nationalism is one of important political dynamics for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aiwan, which means opposing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Han chauvinism.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cannot avoid the issue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in terms of value.  Taiwanese nationalism used to 

be puzzled b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verseas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and the Kuomintang, but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has made them 

willing to support China’s democratization from the standpoint of universal 

values.  They also hope that through cooperation and interaction, they can help 

the Chinese democratic movement to rediscover Taiwan.  The Overseas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has also learned to respect multiculturalism in 

its contact with Taiwan, so as to reflect on their position and political 

propositions in the face of Chinese national minorities’ freedom movement.  

From the author’s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close observation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overseas Taiwanese democracy movement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and how to further re-shap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iwan’s democracy movement and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and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then create a new 

imagination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in the future. 

Keywords: China’s democratizatio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Overseas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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